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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人工智能将如何颠覆教育的讨论几乎成为公共知识，但现实中却出现“文凭通胀伴随能力赤

字”的悖论：社会对顶尖学历的追逐愈演愈烈，而毕业生的批判性思维与复杂问题解决能力并未随教育年

限延长而提升。这引出一个更底层的追问：教育系统的真正危机究竟是来自外部技术的替代，还是源自其

制度结构的内生耗竭？本文不取外因论，而是聚焦于教育制度如何在维持自身垄断地位的过程中，一步步

瓦解其核心认知使命。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当教育系统成为社会唯一公认的阶层流动与确定性供给通道后，为巩固这一垄断

地位，系统会不断将就业筛选、代际公平保障等外部社会功能吸纳进自身肌体；每一次功能的内化都进一

步挤占有限的教学资源，稀释知识传递与思维训练等核心使命。与此同时，教育系统发展出一套将外部创

新（如能力本位证书、在线微学位）通过学分转换、认证等效等制度程序加以“消化”的能力——表面上

包容开放，实则消解了替代方案的颠覆性。这种双重过程在长期运作中掏空了教育的认知内核，最终导致

社会对学习认证与确定性心理的需求不可逆地外溢至企业认证、社区学习网络等多中心节点，使旧垄断发

生内生性崩塌。

为检验上述命题，本文采用比较案例研究方法，构建了包含功能膨胀程度、认知产出衰减率等操作化

指标的分析框架。选取芬兰（功能膨胀程度较低）与韩国（功能膨胀程度极高）作为核心比较案例，系统

收集两国教育改革史、制度文本与跨国统计数据，并辅以美国创新学校被学区“消化”的微型案例进行过

程追踪，由此形成“剂量—反应”式的比较逻辑。

研究发现，在高功能膨胀的韩国，教育系统对文凭确定性的极致垄断伴生了极端应试压力与青少年认

知产出衰减的并存；而在低功能膨胀的芬兰，系统虽仍维持较高质量的认知使命，但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冲

击正使其制度边界出现松动。两条路径的对比初步验证了核心假说：教育系统维持确定性垄断的制度强度

本身，构成了认知使命瓦解的驱动变量。这一分析区别于技术替代论、学校化批判与文凭主义等既有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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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将制度自身的生存策略定位为内生瓦解的根源，为理解人工智能时代教育面临的深层困境提供了新的

分析框架，也为后续跨国比较与政策反思打开了研究空间。

关键词： 教育制度变迁；内生性衰退；功能过载；确定性垄断；比较教育

Abstract

The debate on h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disrupt education has become widespread,

yet a puzzling paradox of “credential inflation with competence deficits” has emerged: the

societal pursuit of elite degrees is intensifying while graduates’ 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  skills  show  little  improvement.  This  prompts  a  deeper  question:  Is  the  crisis  of

education driven by external technological substitution, or by the endogenous erosion of its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latter, examining how education systems, in

the very process of maintaining their monopoly position, progressively dissolve their own core

cognitive mission.

The central argument is that as education systems become the sole legitimate channel for

providing social certainty and mobility, they increasingly absorb external functions such as

employment  screening  and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assurance.  Each  such  incorporation

further  squeezes  limited  instructional  resources,  diluting  the  core  mission  of  knowledge

transmission and thinking cultivation. Simultaneously, education systems develop a capacity to

“digest”  external  innovations—such  as  competency-based  credentials  and  online  micro-

degrees—through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like credit transfer and accreditation equivalence.

This superficially inclusive response neutralizes the transformative potential of alternatives.

Together, this dual process hollows out the cognitive core over time, ultimately causing the

societal  demand  for  learning  certification  and  certainty  to  migrate  irreversibly  toward

decentralized nodes such as corporate credentials and community learning networks, leading

to an endogenous collapse of the old monopoly.

To  examine  these  propositions,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method  is  employe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with operationalized indicators such as functional expansion intensity

and cognitive outcome decline is constructed. Finland (low functional expansion) and South

Korea (high functional expansion) are selected as core comparative cases, supplemented by a

process-tracing mini-case of an innovative school being “digested” by a U.S. school district,

thereby forming a “dose-response” comparative logic.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South Korea’s extreme monopoly over credential-based certainty

coexists with severe exam pressure and declining higher-order cognitive outcomes, whereas

Finland  maintains  relatively  robust  cognitive  missions  even  as  its  institutional  boundaries

loosen under globalization and digitalization. This contrast provides initial support for the core

hypothesis: the very institutional strength that upholds the monopoly drives the dis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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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cognitive  mission.  Departing  from  technology  substitution,  school  critique,  and

credentialism theories, this analysis repositions the system’s own survival strategy as the root

of endogenous decay, offering a new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deeper dilemmas of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AI and opening avenues for further cross-national inquiry and policy

reflection.

Keyword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al  change;  endogenous  erosion;  functional  overload;

certainty monopoly; comparativ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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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人工智能将如何颠覆教育的讨论几乎成为公共知识。然而，现实中一系列令人困惑的现象提

示我们，教育系统的真正危机可能并非源于技术的“外部入侵”：硅谷巨头与中国头部企业纷纷取消学历

门槛，直接以技能测试筛选人才；跨国调查反复显示，高校毕业生的批判性思维与复杂问题解决能力并未

随教育年限延长而提升；但与此同时，社会对顶尖大学文凭的追逐有增无减，“学位军备竞赛”愈演愈

烈。这种“文凭通胀伴随能力赤字”的悖论，引出一个更底层的追问：教育系统是被AI打倒的，还是自己

把自己吃空的？

为捕捉这种内部耗蚀的动力，本文引入“寄食性裂变”这一分析概念。它描述的是这样一种制度过

程：教育系统为维持其作为社会阶层流动“确定性”基本唯一合法供给者的垄断地位，不断将劳动力筛

选、代际公平保障等外部功能吸收进自身肌体。这种功能上的“寄食”在短期内增强了系统的资源与合法

性，但每一次外部功能的内化都进一步挤压、稀释了教育最本原的认知培育使命。当使命基础被掏空至临

界点，社会确定感需求便不可逆转地发生“裂变”，分流至企业认证、线上微证书、社区学习网络等多中

心节点。旧垄断的崩塌，本质上是内生的，而非外爆的。

二、核心论点预览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教育系统越成功地维持其作为社会确定感垄断通道的地位，就越加速其核心认知

使命的瓦解。正是系统自身的生存策略——不断寄生性地内化外部功能——不可逆地驱动着旧垄断的崩塌

与去中心化新生态的涌现。 这一命题包含三个环环相扣的机制：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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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功能寄生。为获取财政资源与政治支持，教育系统主动或被动地承担就业信号发放、阶层筛

滤、代际公平担保等繁重外部职能。这些职能虽提升了系统重要性，却无法被有限的教学课时与心智资源

所承载，直接导致知识传递、思维训练等核心使命的边缘化。

第二，免疫寄生。面对能力本位证书、在线微学位等替代性凭证的竞争，系统并不直接抵制，而是发

展出一套将其“编译消化”为现存学分、学位制度的机制——慕课证书可兑换学分，企业培训可获得认

证。这一看似开放融合的过程，实则消解了替代方案的颠覆性，并将外部创新的养分转化为强化自身垄断

的养料，而教学实质并无改变。

第三，宿主瓦解与能量裂变。当功能寄生与免疫寄生共同造成认知产出持续衰减后，劳动力市场与个

体的真实需求不再被既有制度满足。被压抑的需求沿阻力最小的缝隙溢出，寻找新的供给点，最终引发凭

证生态从单中心垄断向多中心分散的不可逆转型。这一转型看似由技术或政策催生，根由却深植于教育系

统长期的内在耗蚀。

这一理论既区别于将变革归因于技术冲击的外因论，也不同于单纯批判学校工厂化或文凭信号功能的

既有范式，而是把焦点转向了教育制度如何在自身“成功”中孕育出自我瓦解的必然性。

三、研究方法概述

为检验上述理论，本文采用比较案例研究方法，并将其嵌入制度分析的逻辑框架。“功能寄生”“免

疫寄生”等概念指向长期、宏观的制度变迁与因果机制，无法通过单一时点问卷或定量模型充分捕捉；而

比较案例设计允许依据自变量的不同取值，选取最具对比性的案例，形成“剂量-反应”式的比较逻辑。

在操作上，本文首先通过文献分析与概念演绎，构建包含“功能寄生度”“认知产出衰减率”“替代

性凭证涌现程度”等可操作化指标的分析框架。然后，以芬兰（低功能寄生——教育系统较少承担就业筛

选与阶层区隔的刚性职能）和韩国（高功能寄生——教育系统近乎完全垄断社会流动通道，且承载极重的

筛选与补习衍生功能）作为核心比较案例，系统收集两国教育改革史、制度文本与统计数据，探究功能寄

生度差异是否如理论预期般引致认知使命衰竭与替代体系生长的显著分殊。为追踪“免疫寄生”的微观过

程，本文还选取美国创新学校被学区“编译消化”的案例进行过程追踪。

分析中，特别注意控制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渗透率等可能混淆因果关系的变量，并预先声明可推翻核

心论点的证伪条件——例如，若在高功能寄生的教育系统中观察到认知产出长期改善且无替代性凭证涌

现，则理论将受严峻挑战。这一设计意在增强研究的经验严肃性。

四、研究对象与材料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不同国家教育系统的制度演化轨迹及其与社会确定感供给的关系，重点观察从垄断

通道走向内生瓦解的条件与过程。材料来源包括：

学术文献：教育社会学（柯林斯的文凭主义理论、梅耶的制度效应研究）、比较教育（芬兰与韩国教

育治理比较）、新制度主义（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等研究，为概念框架提供基础。

政策文件与官方报告：芬兰国家教育委员会、韩国教育部、美国联邦及州教育当局近三十年的教育改

革文件、课程大纲修订说明、高等教育入学制度白皮书等，用以还原制度“膨胀”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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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统计数据：OECD的PISA与PIAAC数据库，获取各国学生认知能力数据；世界银行和ILO的数据

库，获取教育投入、文凭回报率、技能错配率等宏观指标；LinkedIn、Burning Glass等机构关于企业技

能需求与学历要求变化的行业报告。

典型案例材料：美国创新学校案例的学区政策纪要、学校章程、个案研究报告；韩国“教育热”“影

子教育”的实证调查与政府治理文件。

多来源材料相互印证，提高研究的构念效度与内部效度。

五、本文结构说明

本文共设五章，各章功能如下：

第一章 选题背景与核心论点。将教育系统成为“阶层流动唯一通道”的现实加以学科化阐释，并借助

一个直观类比——如果医院成为唯一合法的健康认证机构，会发生什么——让读者领会垄断的结构特征与

内生脆弱性，章末明晰陈述全文核心论点。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研究空白。系统梳理技术替代论、学校化批判、文凭主义、制度惰性论四种既有路

径，逐一揭示它们为何无法解释“越成功越崩塌”的悖论，从而自然定位本文所填补的空白：“寄食性裂

变”这一内生病变的动力机制。

第三章 核心论证：机制与展开。按照“功能寄生→免疫寄生→宿主瓦解与能量裂变”顺序，对三个机

制逐一深度剖析。每个机制均沿“概念界定—操作化指标—跨国经验锚定—类比说明—竞争性假说排

除”的逻辑链路展开，使抽象命题转化为可检验的学术论断。

第四章 研究设计与方法。详细说明比较案例的设计逻辑、案例选择标准、数据收集与分析程序，重点

阐释“剂量-反应关系”的检验思路，以及围绕“功能寄生度”构建可比较案例组合的方法，并预先声明证

伪条件。

第五章 案例分析与讨论。呈现芬兰与韩国的对比分析，展示功能寄生程度差异如何引致不同的系统适

应性后果，并用美国创新学校的微型案例揭示免疫寄生的微观运作。末尾诚实讨论理论适用边界、可能反

例及未来研究方向。

最后，结语部分凝练全文论证，回扣“内生病变”命题，并在教育政策与制度设计层面引申启示，提

出可派生研究纲领的轮廓。

第一章　教育垄断的悖论：确定性追求如何加速系统瓦解

1.1 选题背景：一个时代的集体焦虑

现实背景：教育的沉重肉身

2022年底以来，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型语言模型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冲击从预测性讨论变为现实

性焦虑。学生用AI代写作业、生成论文的现象引发教育界的广泛恐慌，大学紧急调整评估方式，中小学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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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否禁用AI工具，教育科技公司则迅速推出AI辅导产品。然而，在这种技术冲击的表象之下，一个更深

刻的悖论逐渐浮现：传统教育体系的困境并非始于人工智能的爆发，而是早已存在。

早在AI技术成熟前的至少二十年里，全球主要教育系统已经出现了三重系统性症候。其一，学生对标

准化课程的大规模厌倦——坐在教室里“熬时间”而非“学习”成为普遍的学生体验。其二，文凭通胀导

致的学历贬值——本科学位在就业市场中的信号价值持续缩水，硕士学位逐渐成为许多职业的新门槛。其

三，高等教育与就业市场之间的结构性脱节——雇主反复抱怨毕业生缺乏独立解决问题、批判性思考与有

效沟通的能力，而学校仍在按既定课程表批量生产标准化毕业生。

这些现象并非局部失灵，而是一种蔓延于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教育系统的结构性病变。人工智

能技术的降临，更像是一束强光，照亮了一个已经内部空洞的建筑，而非一颗从外部投来的炸弹。

在中国的语境中，这一病变有具体的肉身。过去二十年间，课外补习从边缘补充发展为系统性的“影

子教育”，家庭的教育支出焦虑持续攀升。高考仍然是社会流动最具象征意义的通道，但“读书改变命

运”这一信念的实际兑现率正在被越来越多家庭所质疑。近年来，部分头部企业开始公开宣布取消学历要

求，转向自设能力测评或项目考核录用，这一信号虽仍属个案，却已足以引发追问：如果连最保守的雇主

都开始松动对文凭的依赖，教育系统的确定性承诺还能撑多久？

正是在这一现实背景下，本文提出了一个直指核心的追问：传统教育体系的困境究竟是来自技术的外

部替代，还是源于其制度结构自身的内生性病变？

学术背景：四个解释路径及其交汇处的空白

学界对教育困境的诊断已有半个世纪的积累，大致可归入四条解释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技术替代论。这一立场认为，人工智能等技术提供了更高效、更便宜的知识获取和技能

认证方式，传统教育机构因其效率劣势而被边缘化（Susskind & Susskind, 2015; Christensen et al.,

2008）。技术替代论的优势在于简洁，但它无法解释一个关键经验事实：传统教育在面对在线教育、微证

书等前AI时代的替代方案时，已经表现出强大的“消化吸收”能力——将这些异质挑战纳入自身课程体系

或认证结构中，却不改变其核心运作逻辑。

第二条路径是学校化批判。以伊利奇（Illich, 1971）为代表的这一传统认为，学校制度通过隐性课程

和“激进垄断”塑造了“学习即学校教育”的社会共识，压制和吸收异质教育形式。这一批判至今仍具穿

透力，但它将系统存续主要归因于意识形态控制和外部强制力，未能提供一个内在的演化动力学——即系

统为何即使在没有外部政治行动的情况下，也会因其“成功”而走向自毁。

第三条路径是文凭主义。柯林斯（Collins,  1979）在《文凭社会》中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实证事

实：教育扩张并未带来预期的社会流动或生产效率提升，而是引发了一场“文凭竞赛”——各职业群体通

过不断提高入职学历门槛来维持其社会地位优势，教育系统因此成为一个自我膨胀的“文凭生产机器”。

这一理论对本文至关重要，但它预设文凭市场可以在竞争均衡中自我维持——即使文凭贬值，只要其作为

筛选信号的相对功能仍存在，系统就可以通过门槛升级持续垄断。它未能容纳一种可能：文凭垄断的维持

本身会掏空教育核心使命，最终导致垄断根基的自我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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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路径是制度惰性论，以路径依赖理论（Pierson,  2000）和教育系统自创生论（Luhmann,

2002）为代表。前者强调转换成本、收益递增和既得利益锁定使系统倾向于延续旧轨；后者以卢曼的系统

理论解释教育如何通过二元符码（如“更好/更差”的成绩评价）自我指涉地运作，将环境挑战转化为系统

内部沟通以维持边界。这些解释有效说明了系统为何难以被外部改革撬动，但均预设了系统的持续稳定

——路径依赖是一种惰性锁定，系统自创生是一种边界持续分化的稳态——未能容纳“系统在维持自身的

过程中从内部瓦解”这一悖论性动态。

在上述四条路径的交汇处，存在一个结构性的研究空白：现有理论分别触及了功能膨胀、文凭垄断、

改革免疫与制度惰性，但没有将四者整合为一个以“垄断维持”为驱动力、以“内生病变”为后果的统一

演化机制。本文正是在这一空白点上，提出“确定性垄断”这一基础概念，并以此为地基展开全文的论

证。

1.2 核心论点：越成功，越瓦解

确定性垄断：什么是它，为什么重要

本文将“确定性垄断”定义为：教育系统在社会范围内，对“个体未来社会地位的可预期性”这一心

理公共品的制度性独占。用更朴素的话说：现代社会形成了一种集体信念——个人的未来是可预期的、可

规划的，而实现这一预期的唯一可操作程序，就是进入学校系统、获取文凭。教育系统因此成为社会

的“确定性供应商”：它通过将个体离散的学习经历转化为标准化的分数、排名与文凭，为人们提供了一

种“至少你在可控轨道上”的心理确定感。

这种垄断的建立有其历史合理性。在前现代社会中，个体未来地位的确定感由多种制度节点共同编织

——家族血缘、宗教组织、行会师徒制、地方社区。教育最初的功能高度聚焦于文字的掌握、经典的研读

与思辨能力的培育，与大多数人的日常生计之间并无直接的制度绑定。关键的制度突变发生在20世纪中叶

之后：随着战后福利国家的建设和“教育作为社会流动公平通道”理念的制度化，教育被层层叠加了阶层

流动、代际公平、劳动力筛选等外部社会功能。当社会将如此之多的确定感筹码押在教育这一张牌上时，

教育系统就获得了一种在功能上不可证伪的地位——即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读书改变命运”的实际

效力，他们仍然送孩子参加补习班、为学区房支付溢价、在考试分数面前焦虑。因为除了“继续走这条

路”，社会没有提供任何一个具有同等制度效力的替代通道。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关键概念区分：确定性垄断的维系不要求教育系统实际兑现“高学历→好工作→体

面生活”的承诺，只要求社会成员普遍相信进入该系统是获得未来确定性的唯一可操作路径。正是这一信

念维持了系统的垄断地位，也正是这一信念使得系统在内部已被侵蚀的情况下仍能维系其制度外表。

费曼类比：假如医院成为唯一健康认证机构

为了让这一抽象概念变得可感知，请读者思考一个思想实验：假如一个社会中的健康认证被单一制度

完全垄断，会发生什么？

想象一个社会，只有医院开具的“健康证书”被政府、雇主、保险公司和社会公众所承认。无论你如

何通过自我锻炼、饮食调节、社区互助获得实际健康状况的改善，只要没有医院的盖章证书，你就不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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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可雇佣的健康人”，你的孩子就不能入学，你就不能购买商业保险。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医院系

统将逐渐发生如下变化：

第一，医院的核心使命——治病救人——开始被稀释。因为医院发现，维持其垄断地位最有效的策略

不是提高治愈率（治愈率难以标准化测量），而是不断承接新的社会功能以证明自己的不可或缺：开具心

理健康证明、进行入职体检、发放疫苗接种认证、提供疾病预防咨询、出具司法精神鉴定。每一项新增功

能都使医院显得更“全能”，但也同时挤占了医生用于诊疗的时间和精力。

第二，医院发展出一套精密的消化能力。当有人试图开办社区健康中心、远程医疗平台或中医调理机

构来分流健康认证需求时，医院不是简单地拒绝它们，而是将它们“纳入自身体系”——社区健康中心成

为医院的“基层服务点”，远程医疗平台必须挂靠医院才能开具有效处方，中医调理师必须通过医院组织

的考试才能获得执业资格。替代方案的形式被保留了，但它们的“可区分性”被消解了：无论你从哪个入

口进入，终点仍然是医院垄断的认证体系。

第三，当医院的治病救人的实际能力因长期功能过载而实质性下降时——医生疲于应付行政表格而疏

于临床判断，医疗器械先进但医患之间的诊断对话日益流水线化——公众对医院的信任开始从内部侵蚀。

此时，如果出现一种新的技术（比如便携式AI诊断设备），使得个人可以在家中完成大部分常见疾病的初

步诊断，那么公众对健康确定感的需求将不可逆地从医院体系迁移至多元化的替代网络——社区健康互助

组织、在线问诊平台、企业自建的健康管理体系。这一迁移不是因为这些替代方案在技术效率上“打

败”了医院，而是因为医院已经把自己吃空了——它的垄断外壳还在，但内部的诊疗核心已经衰竭。

这个类比揭示了确定性垄断的结构性脆弱：垄断地位越稳固，系统就越倾向于用垄断来维持垄断，而

非用核心使命的履行来赢得信任。但当核心使命被长期稀释后，垄断的合法性根基就开始不可逆地松动

——这正是本文核心论点的逻辑结构。

核心论点的明确陈述

将上述分析推到前台，本文的核心论点可以凝缩为一句话：

教育系统越成功地维持其确定性垄断地位，就越加速其核心认知使命的瓦解——不可逆转地驱动着旧垄断

的崩塌与去中心化新生态的涌现。

（"系统自身的生存策略"是一个简写。系统没有策略；下一节将把这个简写展开为三类行动者各自的

理性算计，并说明为什么"没有任何人想维持它"恰恰是它得以维持的原因。）

这句话包含三个需要展开的层次。

第一层：因果方向的反直觉性。通常的直觉是：一个系统越成功维持自身，它就越稳固。本文的判断

恰好相反：在教育系统这个特定制度体中，维持垄断的行为本身构成了核心使命瓦解的驱动因。这不是偶

然的管理不善，而是一种结构性的自我消耗——系统靠吞噬自身的核心价值来换取短期生存。

第二层：内生性而非外源性。旧垄断的崩塌不是被AI等外部技术“打败”的（那是技术替代论的逻

辑），而是系统内部的功能过载与使命稀释达到临界点后引发的自我崩解。外部技术的角色是揭示和加速

了这一过程，而非起因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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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层：崩塌的不可逆性与方向性。核心使命瓦解后，被压抑的社会确定感需求不会消失，也不会退

回前现代的家族、宗教等模式，而是不可逆地朝向去中心化的多元网络迁移——因为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

水平已经使得任何单一制度重新承担全部确定感供给的能力不再存在。

这一核心论点构成了全文论证的“脊椎”：后续各章的所有分析与讨论，都是对这句话的不同侧面的

展开、检验与深化。

1.3 微观基础：谁在维持这个垄断？

1.3.1 一笔必须先偿还的债

上一节的核心论点，以及贯穿全文的三阶段机制链，都以"教育系统"为主语：系统内化功能、系统发

展出免疫、系统用垄断维持垄断。上一节的费曼类比更是直接写道"医院发现，维持其垄断地位最有效的策

略不是提高治愈率"。

这些句子在字面上全部是错的。

医院不会"发现"任何事，也不持有任何"策略"；教育系统没有意图、没有偏好排序、不会算计成本收

益。一个由数百万教师、数亿家长、无数考试机构与行政层级构成的松散复合体，不具备任何可以被称

为"目的"的东西。上一节的写法是一种简写——而在学位论文中，简写必须被展开，否则它就是功能主义

的目的论。

埃尔斯特（Elster,  1983）对功能主义解释的经典批评正击于此：断言"制度X存在是因为它有功能

Y"，只有在能补全一条反馈回路时才成立——必须指明哪些行动者、出于何种理由、做了何种选择，其非

意图的聚合后果恰好是Y，且该后果反过来强化了产生它的那些选择。缺了这条回路，"功能"就只是观察

者事后追加的目的，不是解释。

因此本文必须回答：寄食性裂变的每一步，究竟是谁做出来的？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答不上来，全文的三阶段机制链就只是一个精巧的隐喻——把生物学词汇贴在制度现象上，读来有

力，实则什么也没解释。本节偿还这笔债。

1.3.2 答案：一群没有任何人想维持它的人

答案不在系统层，在个体层，而且形态是反直觉的：

维持这个垄断的，是一群没有任何人想维持它的人。

三类关键行动者。请注意：以下每一条推理中，行动者都完全知情——他们清楚系统正在衰败。他们

的问题不是无知，是算计。

教师：从教十五年的教师，其人力资本高度专用化——价值几乎完全绑定在现行课程结构、考试形式

与评价体系上，在别处不可转移（Becker,  1962）。当他考虑转向以认知发生为核心的新教学模式时，算

式是：放弃十五年积累的、在现行体系中已被承认的全部资本；换来一种尚无机构承认、无法折算为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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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收入的新能力。更要命的是时序——第一个转型的人，在新体系的承认机制建成之前就已付清全部代

价：他是先驱，也是祭品。 理性选择因此是观望。

家长：家长完全清楚现行考试制度的荒谬，甚至能就此侃侃而谈。但当他考虑让孩子脱轨时，面对的是风

险规避者的算式（Kahneman & Tversky, 1979）：留下，收益已知、平庸但确定；脱轨，收益不确

定、方差极大，而失败的后果由孩子承担且不可逆。在损失厌恶的偏好结构下，即使脱轨的期望收益更

高，留下仍是理性的——因为这里的赌注是一个人的一生，不是一次下注。

评价产业链：考试机构、教辅出版、培训行业、排名服务——收入直接寄生于标准化评价的存续。与前两

类不同，他们是唯一有直接动机主动维护现行体系的群体。但要害不在阴谋或游说，而在一个容易被忽略

的结构事实：他们是唯一一个不需要观望的群体。当另外两类人都在等待时，只有他们在持续行动。

1.3.3 回路的闭合

三条算式一聚合，反馈回路即闭合：

第一步（选择）：三类行动者各自做出局部理性的选择——教师观望、家长留守、产业链行动。没有

任何一个人的选择包含"维持教育的确定性垄断"这一意图。 教师想保住自己的资本，家长想保护自己的孩

子，产业链想赚钱。

第二步（聚合）：这些选择的聚合后果恰好是垄断的持续。教师不转型，新模式没有供给；家长不脱轨，

新模式没有需求；产业链持续行动，旧评价的基础设施持续更新。三方合力的结果，看起来像一个有意图

的系统在自我保卫——而实际上没有任何人在保卫它。

第三步（强化）：垄断被维持这一后果，反过来加固了产生它的三条算式：垄断越稳固，教师的专用性资

本越"安全"（转型的相对代价越高）；轨道越唯一，家长脱轨的方差越大；评价越不可替代，产业链收入

越稳。回路闭合。

至此埃尔斯特的要求被满足。本文的机制不要求系统拥有意图，不要求任何人不知情，也不要求任何

阴谋。它只要求一个条件：

第一个退出者被惩罚。

这一条件成立时，观望即所有人的占优策略，而观望的聚合就是垄断的维持。这不是功能主义的目的

论，是一个选择解释——符合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全部要求。

1.3.4 一个更强、也更可测的预测：崩塌是雪崩，不是侵蚀

微观基础不只是补漏，它改写了本文最重要的那个经验预测。

退出成本陷阱的算式是"退出成本 >  留下的回报"。随着核心使命被掏空，留下的回报在持续递减。这

意味着总有一个时点，不等式翻转：退出成本 < 留下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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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害在于：这个不等式对三类行动者是同时翻转的——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正在递减的回报。因

此：

崩塌不是渐进的，是雪崩式的。
临界点之前，系统看起来异常稳固——所有人都在观望，而观望酷似认同；
临界点之后，退出在极短时间内跨群体同步发生——因为没有人再需要当第一个。

这给出了一个可证伪的判据，且与"渐进侵蚀"图景截然不同：

若观测到信任的缓慢线性下滑、退出者在时间上均匀分布、各群体退出时点互不相关——本文错。

若观测到长期的表面稳定之后，突然的、聚集的、跨群体同步的退出——本文对。

这一判据把本文从"事后都能自圆其说"的解释性框架，拉到了一个可以被数据杀死的位置上。

1.3.5 代价：生物学词汇全部是隐喻

补上微观基础，本文获得解释力，同时失去一样东西："寄食性裂变"的生物学锋芒被削弱了。

寄生虫是有"策略"的（哪怕那是演化塑造的）；本文的教育系统没有任何策略，它只是三群人各自算

计的聚合影子。因此严格地说，本文使用的生物学词汇——寄生、免疫、宿主、裂变——全部是隐喻，不

是同构。

保留它们的理由是它们精确捕捉了现象的形态（功能被内化、异质被消化、宿主被掏空）。但必须写

明：形态的相似不构成机制的相同。 教育系统的"免疫"没有免疫系统那样的识别—记忆—攻击回路，它只

是无数个体在各自的局部做出的、碰巧朝向同一方向的反应。

任何把本文的生物学词汇当作机制主张而非形态描述的引用，都是误用。上一节费曼类比中"医院发现""医

院的策略"等表述，一律应按本节展开的方式理解。

1.4 本文的展开思路：对核心创新点的四化加工

本文在研究类型上属于理论澄清与概念加工，而非原始实证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不在于发明了一套

全新的概念体系，而在于：对源论文中已经提出的几个核心创新点，进行学科化、通俗化、明白化、费曼

类比化的加工，使它们能够在教育社会学与比较教育研究的学科对话中站得住、被理解、可讨论。

这意味着，本文的工作不是“在源论文之外另起炉灶”，而是“把源论文的判断翻译成本学科的语

言、配上课外阅读的比方、用论证拆解的方式讲给同行听”。这一工作定位使得本文的展开思路清晰而集

中：全文的每一章，都是对源论文中某一类核心判断的四化加工。

具体而言，全文按照以下结构展开。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研究空白。对技术替代论、学校化批判、文凭主义、制度惰性论四条既有解释路径

进行系统梳理，逐一说明每条路径在解释“越成功越崩塌”这一悖论时的不可覆盖之处。这一章的任务

是“明白化”——用本学科的论证标准，让读者清楚地看到：现有理论各自看到了问题的某一块拼图，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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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没拼出完整的内生演化机制。这个空白不是靠“综合各家之长”来填补的，而是需要一个能够容纳悖论

性动态的新概念框架。

第三章 核心论证：机制与展开。这是全文的主体章节，对功能寄生、免疫寄生、宿主瓦解与能量裂变

三个核心机制逐一进行深度加工。每个机制都按照“概念定义—操作化指标—经验锚定—类比说明—竞争

假说排除”的逻辑链展开。例如，功能寄生机制会用“学校从教育机构变成社会问题的万能容器”这一通

俗表述讲清概念，用各国课程标准中非认知类社会功能目标的占比作为操作化指标，用芬兰和韩国的对比

作为经验锚定，用“湖泊富营养化”的生态学类比让读者拍腿叫好，并给出与技术替代论的判别条件。

第四章 研究设计与方法。将源论文提出的可操作化检验方案与证伪条件做方法论语言的学科化转译。

重点是说明：为什么本文建议采用跨国比较案例设计？如何选取功能寄生程度不同的教育系统？如何控制

AI渗透率等外部变量？核心是使“剂量-反应关系检验”这一思路以比较教育学者能理解的研究设计语言

呈现。

第五章 案例分析与讨论。选取芬兰（低功能寄生）与韩国（高功能寄生）作为核心对比案例，辅以美

国创新学校被学区“编译消化”的免疫寄生微型案例，用具体证据支撑核心论点。该章对源论文中的可考

察经验材料——政策文件内容分析、雇主调查数据、企业取消学历要求案例——做展开式讨论，并诚实讨

论理论的适用边界与可能的反例。

结语。凝练全文论证，回扣“内生病变”这一核心诊断，不做新论点引入。将研究结论反向投射到教

育政策与制度设计原则的含义上，并勾勒可派生的研究纲领。

这一结构的内在逻辑是：先帮读者看清现有地图的边界（文献综述），再铺开本文的地图（核心论

证），再说明这张地图是怎么画出来的（研究方法），然后用实地照片佐证地图的准确度（案例分析），

最后告诉读者这张地图有什么用（结语）。

1.5 研究范围与方法概览

研究范围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当代教育系统——特别是公共学校教育系统——的制度病理学特征。本文的分析层

次定位在制度系统的中观层面：既不是对个别学校或教师行为的微观描述，也不是对全球教育治理或文明

转型的宏观哲学讨论，而是在“制度如何通过自身运作机制产生非预期的系统性后果”这一问题上展开诊

断。

本文的经验参照范围以全球化背景下的主要教育系统为场域，涵盖了北美（美国、加拿大）、西欧

（芬兰、英国）、东亚（中国、韩国）等地区的案例材料，但核心论证并不依赖于某一特定国家或地区的

特殊性——本文的理论目标是从不同教育系统的经验中识别出一种跨制度语境的结构性动态。

本文不讨论以下问题：具体的教学法改革方案；教师培训的优化路径；教育财政的分配正义；AI教育

产品的技术设计。这些是有价值的研究议题，但它们属于“如何让教育系统更好地运作”的规范性讨论，

而本文的核心工作是“诊断教育系统为何在成功维持自身的过程中走向瓦解”——这是一个分析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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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概览

本文在方法上属于概念分析与理论建构型研究。具体而言，采用的方法策略是：通过跨学科的结构同

构论证，建构一个未被既有理论完整辨识的制度病理学概念——“寄食性裂变”——并以此为分析框架提

供对教育困境的新的诊断性解释。

这一策略可以拆解为四个步骤。第一步，在教育系统的经验现象中识别出一种被已有理论分别触及但

未完整整合的动态模式：功能过载、改革免疫、文凭垄断三者不是独立存在的现象，而是一个统一演化过

程的不同侧面。第二步，从生态学、免疫学中提取具有形式同构性的机制模型——寄食、免疫消化——这

些模型在结构关系上（而非实体属性上）与教育系统的运作特征相似。第三步，将提取的跨学科模型重新

翻译为教育社会学的制度分析语言，建构出“功能寄生→免疫寄生→宿主裂变”的三阶段机制链。第四

步，将该机制链与已有的最强竞争解释（技术替代论）进行系统对比，给出可操作的经验判别条件，使本

概念不仅“讲得通”，而且“可能被证明是错的”——这恰恰是学术严肃性的核心标志。

必须诚实说明方法局限。作为概念建构型研究，本文提出的“寄食性裂变”机制依靠逻辑推演与跨学

科结构同构论证，尚未获得系统的经验数据直接验证。这一局限将在本文的结论部分转化为明确的实证研

究议程——本文提供的不是终点答案，而是一个可被检验的、有风险的学术命题。

本章完成了本文地基的铺设：交代了为什么这个问题重要（背景）、本文的核心主张是什么（论

点）、后续各章如何展开（思路）、以及本文在什么边界内用什么方法工作。下一章将进入文献综述，系

统梳理四条既有解释路径的理论资源与盲区，为本文的独立理论定位做好铺垫。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空白：技术替代、文凭主义与制度惰性的局限

教育系统在人工智能时代面临的困境，早在技术爆发前就已埋下伏笔。本章沿着四条主要解释路径

——功能过载与再生产、文凭主义、学校化批判与制度惰性、以及教育改革与技术免疫——进行系统梳

理，评析它们各自的说服力与解释盲区，最后定位本文的核心理论任务：为一种“越成功越濒死”的内生

性制度病变提供诊断框架。

2.1 从再生产到功能过载：教育困境的宏观社会学诊断

20世纪70年代，激进教育社会学撕开了学校的“中立”外衣。鲍尔斯与金蒂斯（Bowles  &  Gintis,

1976）的“对应原理”指出，学校内部的等级关系、碎片化任务和外部奖励机制，恰是对资本主义劳动市

场的预演——表面在教书，实则培养顺从的劳动力。布尔迪厄与帕斯隆（Bourdieu & Passeron, 1977）

用“文化资本”和“符号暴力”揭示，学校把统治阶级的文化偏好转化为中立的学业标准，使阶层差异披

上了天赋差异的外衣。这些经典研究深刻批判了教育的阶层再生产功能，但它们描述的是一个运转顺畅的

机器，而非一个因功能超载而面临崩解的制度体。

事实上，20世纪后半叶起，教育被赋予的使命远超阶层再生产。拉巴里（Labaree,  1997）精炼地概

括：美国教育同时被塞进了三个相互矛盾的目标——民主平等（给所有人平等起点）、社会效率（为市场

培养分层人力）和社会流动（让个体超越出身）。学校无法舍弃任何一个，只得全盘接收，结果系统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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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负。制度社会学用“任务耦合”（Scott  &  Meyer,  1991）描述组织为获取合法性而将外部要求纳入正

式结构的现象；教育研究者进而提出“松散耦合”（Weick,  1976）和“超耦合”（Bromley & Powell,

2012），指出学校表面接受改革，教学内核却变化甚微，而当要求过多时，结构过载就会稀释核心功能。

这些研究的贡献在于识别出教育系统“臃肿”的症状，但其解释多将过载视为外部合法性环境的单向

输入。一个关键的反向动力被忽略了：教育系统并非被动承受，而是主动将转嫁而来的新功能转化为维持

自身垄断的战略资源。每增加一项社会责任，社会对学校的依赖就加深一层，其作为“确定性唯一通

道”的地位就更稳固一层。这种主动吸附的逻辑，正是本文“功能寄生”概念的起点。

2.2 文凭主义与确定性依赖的雏形

如果功能过载研究问的是“为何学校越办越杂”，柯林斯（Collins,  1979）的《文凭社会》则追

问：“社会为何容忍这种杂而不精？”他通过历史分析发现，美国教育大扩张非但没有带来社会流动和生

产效率的跃升，反而催生了一场文凭军备竞赛：各个职业群体不断抬高学历门槛以维护地位优势。教育与

实际工作技能的关联其实很弱，学校的真正社会功能是提供一套看似客观公正的“筛选凭证”——文凭。

这一诊断把教育的垄断本质推向台前：社会对教育的依赖，主要不是因为其在知识传递上不可替代，

而是因为它垄断了社会地位分配的合法化渠道。打个比方，就像一所医院垄断了所有健康证明的开具权

——无论你实际身体多好，都必须拿到这家医院盖章的体检单，社会才承认你健康。此时医院的主要工作

早已不是治病，而是盖章。比斯塔（Biesta,  2010）所警示的“资格化”压倒了“社会化”与“主体

化”，正是这一境况的写照。

然而，柯林斯的批判有一个未竟之处。他默认文凭市场可以通过不断抬高学历门槛来维持均衡——即

便文凭贬值，只要其相对筛选信号还在，系统就能持续运转。这一预设难以解释本文关注的核心悖论：当

系统把全部精力投入筛选功能（精细化排名、收紧认证标准）时，它就没有余力完成培育判断力、滋养好

奇等不可测量的核心使命。垄断的维持本身，正在掏空垄断的根基。这正是本文从“文凭主义”迈向“确

定性垄断的自我瓦解”的理论跨越。

2.3 外部批判与内部稳态：学校化批判与制度惰性论

教育系统为何如此难以被撼动？伊利奇（Illich, 1971）的《去学校化社会》提供了最锐利的批判。他

指出，学校通过“隐性课程”和“激进垄断”，塑造了一种深入骨髓的社会共识：学习就是上学，教育就

是学校的样子。任何校外的、自发的、非标准化的学习，要么不被承认，要么被吸纳为学校的辅助项目。

伊利奇主张彻底拆解这一垄断，但他将系统的持久归结为意识形态控制与政治强力，未能给出一个内在的

演化动力机制——即系统即便没有外部强制，也可能因其自身的成功逻辑而崩塌。

另一类解释来自制度惰性论。历史制度主义者皮尔森（Pierson,  2000）用“路径依赖”说明制度为

何难改：转换成本高、收益递增和既得利益锁定使系统沿旧轨滑行。这解释了标准化考试、年级制等为何

历经改革而不倒，但它描绘的是“因为难改所以不变”的静态图景。卢曼（Luhmann,  2002）的系统自

创生论更为精妙：教育系统通过“更好/更差”的二元符码进行自我指涉，将外部冲击（如公平性质疑）转

化为内部沟通（如调整评分规则），从而维持运作封闭。这一视角深刻，但同样预设了系统的持续稳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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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肯定上述理论对“教育系统如何免疫外部挑战”的洞察，但指出其共同盲区：它们都将免疫视

为“防守成功”，而未追问免疫成功是否在伤害宿主——即系统的核心认知使命。当免疫机制通过不断消

化改革来维持垄断时，它不只是在抵御威胁，也在消耗自身的生命力。这便是“免疫寄生”概念的理论入

口。

2.4 从“变革语法”到“编译免疫”：教育改革与技术的消化史

教育改革史上，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是：设计精良的方案一进学校现场，就被吸收并转化为旧权力的

延伸。泰亚克与库班（Tyack & Cuban, 1995）提出“变革的语法”这一精确比喻：学校存在一套深层语

法——年级制、分科教学、标准化考试——任何试图改变教学内核的改革，最终都被重新解释为语法内的

调适。梅塔（Mehta,  2013）进一步区分“教学核心”与“制度外壳”，指出改革者往往在外壳上使劲

（定标准、推问责），而师生在课堂上如何共同建构知识这个“内核”几乎不受触动。

技术进入教育的命运如出一辙。库班（Cuban,  2001）考察了20世纪从电影到计算机的各种技术，发

现每一次都被期待颠覆传统，最终却沦为辅助讲授的工具。塞尔温（Selwyn, 2019）用“归化”一词描述

学校驯服技术的能力：智能白板主要用来展示PPT，学习管理系统强化了科层监控而非解放学习。技术的

颠覆信号，被学校固有的运作模式消解了。

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更细致的诊断：系统免疫不是简单的惰性，而是一种主动的“编译”——它

不拒绝改革的形式，而是消解改革的差分信号（即改革与旧系统的可区分性）。例如，项目式学习本应打

破标准化进度，可一旦被主流学校纳入绩点系统、并颁发官方证书，它的颠覆力就被“编译”为旧语言的

方言——形式保留，内核被驯化。就像把一首抗议歌曲改编成商场背景音乐，旋律还在，但抗议的内容被

洗掉了。然而，已有研究就此止步。本文追问的是：这种不断编译外来物以自保的操作，长期看是否对系

统核心造成不可逆损伤？每一次编译，都在课程和考核上叠加新的行政程序，进一步挤占教师从教的时间

与心力。这种“免疫成功反伤宿主”的机制，正是“免疫寄生”的要义。

2.5 AI与教育争论：技术替代论及其盲区

AI时代的教育争论，大致分为两派。乐观的“技术赋能论”认为，AI导师能提供个性化反馈、打破资

源壁垒，实现教育民主化（Luckin et al., 2016; Mollick & Mollick, 2023）。悲观的“技术替代论”则

预言，传统学校将像实体书店一样被高效、便捷的AI产品边缘化（Christensen et al., 2008）。

这两派的共同盲区是：都视教育系统为技术冲击的被动受体，忽视了学校作为制度垄断体的主动同化

力。正如塞尔温对教育技术史的考察所示，技术通常不是按发明者意图改变学校，而是被学校按自身逻辑

改写。

然而，本文也不简单地认为AI会被同样驯服。AI与以往所有教育技术的根本区别在于：它开始侵蚀教

育免疫赖以运作的宿主根基——“人作为知识权威评判者”这一前提。过去，不论多少微证书、在线课涌

现，最终评价学生学力、签发学分的仍是由官方资格的人类组成的委员会。而大型语言模型使知识的生成

与文本评判不再必然依赖人。当学生可借助AI生产符合学术标准的作业，当雇主怀疑成绩单背后是学生的

能力还是AI的辅助时，“由人评判人的认知”这一教育评估的基本单位开始松动。这不同于以往的技术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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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它直接威胁到教育系统进行“编译豁免”所依赖的核心符码——“成绩”的效度。这不是外部替代，

而是系统内部宿主早已空虚的表征被技术照亮。现有AI与教育争论尚未从这种制度内生性病变的视角审视

问题，这为本文的“宿主瓦解与能量裂变”概念开辟了独特的理论空间。

2.6 研究缺口与本文的理论定位

综合以上梳理，现有研究存在三个结构性缺口。

其一，功能过载与文凭主义各自揭示了教育的膨胀与垄断，却缺乏一个将二者熔铸的内生动力学：

即“以垄断维持为驱动，以功能寄生为生存策略”的反馈循环。过载研究没说明系统为何主动承接功能，

文凭研究没说明垄断维持如何反过来窒息教育初心。

其二，改革免疫与技术归化理论出色记录了系统的“防守”本领，但分析止步于“防御成功”，未深

究这种持续编译外来物的行为对系统核心使命的慢性伤害。系统的持久并非因为不变，而是因为不断吞噬

新物伪装进化，而吞噬本身就是衰竭的原因。

其三，AI教育的争论仍陷入“替代或赋能”的效率范式，尚未将镜头转至技术如何揭露并加速一种早

已存在的、由系统生存策略驱动的内生裂变过程。

针对上述缺口，本研究提出“寄食性裂变”这一制度病理学概念。它将教育系统界说为“确定性垄断

体”——社会对阶层流动的心理确定感，被历史地集中到学校文凭这一单一通道——并建构一个三阶段机

制链：功能寄生（系统内化外部社会功能以巩固垄断，同时稀释核心认知使命）、免疫寄生（以编译豁免

消化替代方案，进一步损伤宿主）、宿主瓦解与能量裂变（核心使命被掏空后，确定感需求不可逆地迁移

至多中心网络）。这一机制链的核心判词是：教育系统越成功地维持其确定性垄断地位，就越加速其核心

使命的瓦解。它不是对已有理论的修辞翻新，而是一个具有独立机制和可检验经验预期的诊断框架。下一

章将对其进行系统的理论建构与操作化定义。

第三章　寄食性裂变机制：功能寄生、免疫寄生与宿主能量裂变

本章是全文的核心论证部分，将对源论文提出的“寄食性裂变”这一制度病理学概念所包含的三个核

心机制逐一进行深度展开。本章的基本论证逻辑是：教育系统作为一个“确定性垄断体”，其困境的根源

不在于外部技术的替代，而在于其制度结构内部的一个三阶段演化链——首先，系统通过功能寄生不断膨

胀自身，稀释核心认知使命；其次，系统发展出免疫寄生能力，将异质替代方案消化为强化自身合法性的

养分；最终，当双重寄食掏空了宿主根基，被压抑的社会确定感需求不可逆地迁移至多中心供给网络，形

成宿主瓦解与能量裂变。这一论证链条的主线是：系统越成功维持自身垄断，就越加速其核心使命的瓦解

——正是其生存策略本身，不可逆转地驱动着旧垄断的崩塌与新生态的涌现。

在本章中，每一节都将围绕一个核心创新点，按照“识别创新点—学科化—通俗化与明白化—费曼类

比化—含义推进”的工作流展开，确保源论文中的抽象判断落地为可讨论、可检验的学术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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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确定性垄断：教育系统为何成为社会确定感的唯一供应商

本节加工的核心创新点是“确定性垄断”这一基础概念。源论文将其定义为“教育系统在社会范围内

对‘个体未来社会地位的可预期性’这一心理公共品的制度性独占”。本节的任务是将这一判断放入教育

社会学的概念框架中重新表述，使其脱离哲学化的悬空状态，成为可被学科内部学者识别和讨论的理论命

题。

学科化。在教育社会学传统中，与“确定性垄断”最接近的理论资源来自两个脉络。第一个脉络是柯

林斯的文凭主义理论。柯林斯在《文凭社会》中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教育系统在社会中的核心功能不是

传授技能，而是为职业地位的分配提供一个看似客观公正的筛选凭证。在柯林斯看来，文凭是社会唯一公

认的、用以判别人力价值的制度符号。第二个脉络是迈耶关于教育作为“社会分配合法化装置”的制度主

义分析。迈耶及其合作者指出，现代社会中教育系统的扩张与其说源于技术需求的增长，不如说源于一种

全球性的制度规范——即“教育应当为社会所有成员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这一理念的制度化。这一理念

使得教育系统天然地获得了对社会地位的“解释权”。本文将这两个脉络加以整合和推进：文凭主义解释

了“教育用什么来垄断”——用文凭这一可标准化的符号；制度主义解释了“教育为什么能垄断”——因

为它承载了社会公平这一规范性承诺。而确定性垄断概念增加的维度是：它指出这两个因素结合之后所生

产的那种社会心理状态——社会成员普遍相信，进入教育系统、获取文凭，是实现阶层流动和未来确定性

的唯一可操作路径。这个信念本身成为教育系统垄断地位的根基，而且这个根基非常特殊：它不需要被事

实兑现。只要社会成员“相信”走这条路是唯一靠谱的，系统就稳如泰山；至于这条路是否真的把人带到

了好未来，那是另一个问题。

通俗化与明白化。什么叫“确定性垄断”？可以用一句大白话说清楚：一个社会里，人们对“我的孩

子将来能不能过上好日子”这件事，普遍只有一种办法来获得安心——让孩子好好读书、考个好学校、拿

个好文凭。在座的任何一位读者如果身边有正在上学的孩子，这个道理不需要任何学术术语就能理解。家

长对教育的焦虑，本质上不是对“孩子学不到知识”的焦虑——说实话，大多数家长根本不清楚孩子在学

校具体学了什么——而是对“孩子在未来的社会竞争中会不会掉队”的焦虑。教育系统真正卖给全社会的

产品，不是知识，不是技能，不是独立思考的能力——而是一种叫做“确定性”的东西。这个东西的形态

是一张纸（文凭），它的社会功能是：当雇主筛选求职者时，当相亲对象评估对方条件时，当父母向亲友

介绍孩子时，有一张表格可以填、有一个公认的排序可以报。教育系统垄断了什么？它垄断了这张表格的

发行权。除了学校，没有第二个机构能发行这种被全社会统一认可的“人生排序凭证”——企业培训发的

证书不行，在线自学平台的徽章不行，社区公认的靠谱匠人身份也不行。这些替代品当然可以证明这人确

实有本事，但它没法在一个不特定的、陌生的社会环境中被兑换。换工作的时候，你用企业内训成绩单去

下一家公司面试，人家问的是“学历是哪个学校的”——这就是垄断。而这种垄断造成的社会心理效果就

是：你敢让孩子不读书吗？不敢。不是因为你真觉得读书能学到多少东西，而是因为你没有第二个选择。

这就是确定性垄断的本质——不是教育真的能确定未来，而是除了教育，没有其他东西能提供“至少我在

做正经事”的心理确定感。

费曼类比。请想象一个社会里的健康状况评判体系。在这个社会里，判断一个人是否健康、是否该被

雇用、是否能买保险、甚至是否能结婚，唯一的凭证是一家叫做“统一健康认证局”的机构颁发的健康证

书。要拿到这个证书，你得在这家机构认可的医院里住满十二年——不是真的去治病，而是去待着，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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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课程表接受各种体检、接种、营养教育、体能训练，然后参加一系列标准化的健康考试。你实际上

是不是健康，不重要；你有没有自己坚持锻炼、饮食均衡、心态积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那张

健康证书。你会说，这是疯了吗，健康不就是身体好吗，为什么要一张纸来证明？但在这个社会里，所有

雇主、银行、婚介所、社区舆论只认这张纸。那你怎么办？你敢不去医院住十二年吗？不敢。因为你没有

第二个选择。这就是教育系统的确定性垄断——它把“学习”和“能力”这些本应多元、本应发生在各种

生活场景中的事情，变成了必须在一个叫做“学校”的机构里、按照标准流程、用文凭来认证才能被社会

承认的东西。而且可怕之处在于，当所有人都信这套的时候，真的就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不是路不存

在，是社会不认为那些是路。

含义推进。确定性垄断这一概念为理解后续的功能寄生和免疫寄生提供了启动条件。为什么要专门讲

垄断？因为只有垄断者才敢这样做事。假设街上有十家饭馆，其中一家做的东西越来越难吃但你还必须去

吃，除非它垄断了。教育系统就是这种情况——它之所以能够承受功能不断膨胀、教学核心不断被稀释，

而不必担心“客户流失”，就是因为它垄断了社会确定的供给。“你敢不去吗”这一句，就是垄断者的底

气。因此，理解确定性垄断，是理解后续一切寄食行为的必要前提：寄食之所以能持续进行，是因为宿主

逃不掉——家长和学生没有退出选项。

3.2　功能寄生：越成功维持垄断，越加速核心使命的稀释

本节加工的核心创新点是“功能寄生”这一机制及其内嵌的悖论。源论文将其定义为“系统通过持续

内化外部社会治理功能来扩张自身制度体积与资源占用，但每次内化都进一步稀释其核心认知使命”。本

节的任务是将这一判断展开为可被教育社会学者理解和讨论的分析链条。

学科化。功能寄生这一概念在教育社会学中有两个可以对话的既有研究脉络。第一个是拉巴里提出的

教育目标的三重张力。拉巴里指出，美国教育系统同时被赋予了三个相互矛盾的目标：民主平等（让每个

孩子都有平等起点）、社会效率（为劳动力市场分层输送人才）和社会流动（让个体超越出身阶层）。这

三个目标之间存在不可通约的张力，但教育系统的反应不是筛选和放弃其中某一项，而是全部接收——结

果是在课程体系、评价制度、教师角色中，这三个目标互相挤占和稀释。第二个是斯科特和迈耶的制度社

会学中的“任务耦合”与“松散耦合”概念。他们指出，现代社会中的组织为了获取合法性，会将外部环

境提出的要求耦合进自身结构中，但这种耦合通常是松散的——学校可以在形式上接受某项改革要求，而

在教学核心上保持不变。然而，当外部要求不断叠加，组织面临的不再是松耦合的问题，而是“超耦

合”的风险——结构上的过度响应开始实质性挤占核心功能。

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推进的一个关键洞见在于：教育系统的功能膨胀不仅是“被动承受”外部要求

的结果，更是“主动吸纳”外部功能以巩固自身垄断地位的过程。这就是“功能寄生”区别于一般“功能

过载”的核心所在。功能过载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它说系统承担了太多功能，负荷太重。功能寄生是一

个解释性概念——它说系统需要这些功能来证明自己的社会不可或缺性，因此它有意无意地主动寻求和吸

纳新的社会功能。当一个社会出现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时，学校如果只是被动地被要求增加心理课程，这

叫过载。但有一种更深层的动态是：教育系统自身也乐于承接这一功能，因为“你看，现代社会离不开学

校，连心理健康都得靠我们来管”——每增加一项功能，教育系统就向社会多了一份“离不开我”的证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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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化与明白化。用大白话说，功能寄生就是“学校什么都管，就是没时间好好教书”。这不是一句

情绪化的抱怨，而是有严肃的制度动力学支撑的分析判断。请读者回想一下自己上学的经历，或者回想一

下自己孩子上学的情况。学校的核心使命是什么？是教学——让孩子学到知识、学会思考、形成判断力。

但学校实际上在做什么？在做疫苗接种统计、在反诈骗宣传、在心理健康普查、在交通安全教育、在禁毒

展览、在社区服务登记、在职业生涯规划、在金融素养讲座、在各种节庆主题班会——每件事情单独拿出

来看，都是好事，都“很有必要”。但当所有这些“必要”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没人注意到的

事：它们把教学的时间、教师的精力、学校的管理注意力，一块一块地吃掉了。教师的工作时间中用于备

课和个别辅导的比例，被填报表、应付检查、完成行政任务挤占了很大一部分。这就是寄食——这些外部

功能像寄生藤蔓一样缠绕在教育系统身上，靠吸收教育系统的时间、资源和制度空间来生长。而教育系统

为什么不拒绝？因为每多一项功能，社会就多一个理由说“教育很重要”“学校不能倒”“教育预算不能

砍”——这些功能是系统维持其“社会不可或缺”地位的养料。

费曼类比。请想象一位名叫老王的家电维修师傅。老王原本只做一件事：修冰箱。他手艺很好，街坊

邻居的冰箱坏了都找他。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找他说“王师傅您人好，顺便帮我看一下洗衣机

吧”，他接了。又有人说“您懂电路，顺便帮我查查家里电线老化的隐患吧”，他也接了。渐渐地，老王

变成了街区的万能修理工——通马桶、换纱窗、装电灯、修电脑，什么都干。但问题来了：老王的时间就

那么多，他每天忙得脚不沾地，什么活儿都接，但哪件活都干不到最好。更要命的是，他自己的手艺——

修冰箱——因为长期没时间钻研新技术、没精力琢磨疑难故障，退步了。过了五年，新款的智能冰箱出来

了，老王不会修了。但他不敢停下来——因为街坊已经认为“有事找老王就行了”，如果老王说“我只修

冰箱，别的不管”，街坊会想“老王是不是手艺不行了”，可能连冰箱也不找他修了。老王被自己“什么

都能干”的名声绑架了，而这个名声恰恰是他亲手一点一点接活儿接出来的。老王就是功能寄生的一个缩

影——他越成功证明自己“什么都能干”，就越远离他最初最擅长的那一件事。把这个比方翻译回教育系

统：学校最开始只教读写算，后来加了公民教育、健康教育、安全教育、职业教育、心理教育、金融教

育、性教育，每一项都是社会“让学校顺便管一下”的结果，而学校也乐于接受——因为每接受一项，学

校的“社会重要性”就增加一分。但最终，学校发现它已经没有时间好好教读写算了，而读写算恰恰是整

个教育大厦之所以能立在那里的地基。

含义推进。功能寄生的动力学背后是一个正反馈循环：教育系统承接的外部功能越多，就越显得“社

会离不开学校”；越显得离不开，就越有资格向财政要更多预算、向社会要更多尊重；预算和尊重越多，

系统就越有动力继续承接新功能。这个循环在每一次运转中都是“成功”的——系统确实因此更稳固了。

但这个成功有一个致命代价：它每一次都在稀释核心认知使命。一位教师如果花30%的工作时间填表和应

付检查，即便她再认真，她用于教学设计和个别辅导的时间也实打实地少了30%。这不是态度问题，是结

构问题。而这个结构问题的关键在于：它无法自我纠偏。因为自我纠偏意味着系统主动放弃某些功能，而

放弃功能在制度逻辑上就等于“自己证明自己没那么重要”——没有任何一个垄断组织会这么做。因此，

功能寄生是一个不可逆的自我膨胀过程，而它的终点，必然是核心使命被掏到无法继续为垄断提供合法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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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免疫寄生：不是拒绝改革，而是把改革消化成养分

本节加工的核心创新点是“免疫寄生”与“编译豁免认证”这两个紧密关联的概念。源论文将免疫寄

生定义为“系统通过制度程序将异质替代方案消解其差分信号、同化为自身组成部分的能力”。本节的任

务是把这个判断说清楚，说明它为什么不是“惰性抵制”或“防御机制”的换词，而是一种更精妙、更危

险的制度能力。

学科化。教育研究与组织理论中，对“改革为何失败”已经有两条比较成熟的解释路径。第一条是泰

亚克和库班的“变革的语法”概念。他们发现，学校系统有一种深层结构——年级制、分科教学、标准化

考试、按年龄编班——这些被称为“语法”的常规化制度形式，使得任何试图改变教学内核的改革，最终

都被重新解释为语法内的变体。第二条是制度主义组织社会学中的“脱耦”概念——组织可以在形式上采

纳某项改革要求以获取合法性，而在实际运作中保持其核心技术不变。这两条路径有效描述了系统“不

变”的机制，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隐喻底层：系统像一个有坚韧外壳的物体，外部的锤子敲不碎它。这个

隐喻预设了一种“防御”关系——外面有东西打过来，里面用壳挡回去。

本文提出的“免疫寄生”概念试图补充一个不同的动力机制：系统不是被动防御，而是主动消化。它

不是用壳把异物挡在外面，而是把异物吞进去，剥掉它最有威胁的那层意思，然后把剩下的无害化的形式

收纳为自己的营养。这个机制借用了两个跨学科类比。第一个是生物免疫系统的“自我-非我识别”机制

——免疫系统不攻击自己身体里本来就有的东西，它只攻击和清除“非我”。教育系统也有类似的识别机

制：凡是能够被现行评估制度编码（打分、排名、发证）的学习成果，就被识别为“我”，予以认可和吸

纳；凡是不能被编码的——比如自学成才的深度思考能力、在社区实践中磨炼出的领导力、通过与AI对话

独立建构的知识体系——就被识别为“非我”，不予承认或边缘化。第二个是计算机科学中的“编译”概

念——编译器把高级语言写的代码翻译成机器能执行的指令，在翻译过程中，源代码的逻辑语义被保留，

但换了一种表达方式。教育系统的编译更狠——它不但换了表达方式，还消解了源代码中最关键的颠覆性

语义。

通俗化与明白化。免疫寄生的意思是：当教育系统面对一个声称要“颠覆传统教育”的新东西时，它

第一反应不是禁止这个东西，而是——欢迎，给你发牌照，把你纳入体系，给你一个身份，然后在纳入的

过程中把你最颠覆的部分悄悄拿掉。一个生动的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能力本位教育”运动。这个

运动的初心很激进：管你在哪学的、怎么学的，只要你能证明你会做这件事，就该给你认证。这在理论上

是对传统学校“按上课时长发证”的逻辑的致命挑战。然而，在实际推行中发生了什么？大学和认证机构

把能力本位教育编译成了“微证书”——你想拿这个证吗？好，欢迎注册我们大学这门课，完成指定作

业，交学费，然后我们发你一个微型证书。能力本位的初心是“学习可以脱离学校”，编译后的产物

是“学校多了一种更灵活的产品线”——你看，形式有了（证书的确发了），但颠覆性没了（你仍然得通

过学校）。另一个例子是慕课。2012年全世界都在喊“MOOC要颠覆大学”，顶级大学免费开放课程，任

何一个有网络的人都可以上哈佛的课。十年后看结果：MOOC没有替代大学，反而变成了大学的品牌延伸

工具。Coursera和edX与大学合作推出收费在线学位，免费课程变成了“试听体验”，完整认证仍然要付

学费。慕课最初蕴含的“优质教育零门槛”的颠覆信号，被编译成了“名校多了一种招生渠道”。这就是

免疫寄生的典型运作——不是拒绝新技术，而是拥抱并消化新技术的颠覆性，把对手变成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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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曼类比。请想象一个叫做“统一语言考试局”的机构。这个机构在全社会垄断了一件事：评定一个

人的语言水平。它有自己的考试体系、评分标准和证书。某一天，出现了一群语言爱好者，他们搞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沉浸式语言社区”——大家在这个社区里不用考试、不用背单词，就靠日常聊天、一起做

事、互相纠正，很多人在这里把外语说得流利极了。问题是，这些说得流利的人去求职时，雇主还是

问“你有语言证书吗”——因为雇主信证书不信聊天。社区的人没办法，去找那个考试局沟通：我们这些

人的语言水平真的很好，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个认证通道？考试局说：欢迎啊，我们可以设立一个“社区学

习特别认证项目”——你们社区的学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口语测试，通过就颁发证书，并且在证书上加一

行字“该持有人曾参与社区沉浸式学习”。社区的人很高兴，觉得终于被认可了。但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社区的运营者发现，自从学生可以拿官方证书之后，来社区的人动机变了——他们不是来享受语言交流

的，而是来刷证书的。他们在社区里聊天时，脑子里想的是“这句话在考试里能得几分”。社区的教学活

力没了，社区变成了一个“挂靠在官方考试体系下的小型预备班”。社区最初的存在是为了证明“语言不

用考试也能学好”，最后它被那个考试局消化成了“考语言又多了一条路”的证据。这就是免疫寄生的细

思极恐之处——它给你发牌，你很高兴，但给了牌就意味着你用它那套语言说话了，而一旦你用它的语言

说话，你就没法说“我不需要你”——因为你自己的学生手里拿的证书就是它发的。

含义推进。免疫寄生的最致命后果不是消灭了某个具体的改革方案——改革方案总是会失败的，这没

什么稀奇。真正的致命后果是：系统每一次成功消化一个替代方案，都等于向社会宣告“你看，所有新东

西最终都还是要经过我”。这强化了确定性垄断——社会成员看到的外部信号不是“有替代路了”，而

是“折腾半天还是得回到学校拿文凭”。每一次免疫成功，垄断就更深一分；垄断更深一分，下一次替代

方案就更难保持其纯粹性——因为替代方案的参与者心里清楚：不跟旧系统合作就没法被承认，跟它合作

就会被它消化。这是一个让改革者绝望的困局。

3.4　宿主瓦解（上）：AI如何触碰旧系统评估权威的根基

本节和下一节共同加工的核心创新点是“宿主瓦解与能量裂变”这个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机制。由

于这个创新点的论述较为复杂，本节集中讨论AI技术触发的评估权威解体与教师角色危机，下一节讨论授

权功能与教学功能的分离以及裂变过程本身。

学科化。在比较教育研究与教育技术研究领域，关于AI对教育影响的讨论主要分为两派：技术替代论

预测AI将因其效率优势取代传统学校；技术赋能论则认为AI只是帮教师做得更好的辅助工具。这两派的共

同盲区在于：它们都将教育系统视为技术的被动受体，而忽视了教育系统本身是一个具有主动同化能力的

制度垄断体——前AI时代的所有技术史（从投影仪到智能白板到学习管理系统）都反复证明，技术进入学

校后不是颠覆了学校，而是被学校编译成了强化既有模式的工具。

本文的宿主瓦解概念试图开辟第三个理论位置：AI不是在效率和功能上与学校竞争，而是开始侵蚀旧

系统的免疫寄生能力赖以运作的根基——即“由人类权威来评判人类认知能力”这一教育评估的前提。这

个前提太基本了，以至于我们平时根本意识不到它是个“前提”而不是“自然事实”。但当你追问“为什

么大学教授打的分数能被社会当回事”，答案是因为：社会相信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者，能够判断

另一个人类的认知产出（论文、考试、作品）的质量。这种信任一旦被撼动，文凭上所印的那个分数就失

去了认知上的权威性，教育系统就不能再有效地充当确定性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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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化与明白化。AI的出现如何撼动这个前提？不是通过写作业作弊。作业作弊是老问题，从请枪手

代写、找论文代笔、到网上买答案，每个时代都有人钻空子。AI带来的真正变化不在作弊，而在三件事。

第一，评估边界的模糊。当AI能够生成一篇结构完整、论点清晰、引用恰当的学术论文时，教授面对

学生提交的论文，面临的问题不再是“这是不是抄的”（这可以通过检测工具做初步筛查），而是“这篇

文章里哪些想法是学生的，哪些是AI的”——这个问题没法回答。因为现代教育评估的前提是：我们可以

把一个人的认知能力单独切出来评价。但AI让这个前提不再成立。一个学生先用AI讨论论点、再让AI帮忙

梳理文献、再自己和AI反复修改措辞，最后交上去的这篇论文，你说它“是学生的认知能力”还是“是人

机协作的结果”？如果是后者，那学校给论文打的分，评的到底是学生的能力还是学生使用AI的能力？这

还只是论文。如果延伸到考试、延伸到口试、延伸到项目报告，整个教育评估大厦都坐在这一个问题上

——而这个问题目前在制度上是白卷。

第二，教师角色的历史性错位。过去一百年里，学校把教师训练成什么？在大多数国家的标准化教育

系统中，教师的主要日常工作是：按照统一大纲讲解知识点、布置标准作业、批改标准答案、按标准给学

生打分。这些工作的共同前提是：教师是知识的持有者，学生是知识的接收者，教学就是教师把知识倒给

学生。但AI的出现把这个前提炸掉了。学生在手机上随时可以问AI一道题的详细解法，而且AI可以讲到他

懂为止——比他老师讲得耐心、即时、不嫌烦。当知识获取成本趋近于零的时候，教师作为知识传递者的

传统角色就被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不是教师个人的错，而是整个专业训练体系的问题：过去几十年里，师

范教育、教师培训、学校评价制度，一直在系统性训练教师做“知识讲解者”，而没有同等力度地训练教

师做另一件事——培养学生提出好问题、在信息洪流中形成独立判断、在与人对话中磨砺思考。这些恰恰

是AI无法替代的人类教育核心。但当旧系统已经因功能寄生而高度依赖于标准教案、统一进度、填鸭式教

学的时候，教师群体发现自己被AI剥夺的，恰恰是自己被训练了半辈子去做的事情；而自己被期望去做的

事情——培养判断力、激发好奇心、引导对话——自己没有被训练过。这种角色上的历史性错位，是宿主

瓦解的深层张力。

费曼类比。请想象中世纪的一个抄写员行会。几百年来，这个行会垄断了书籍的制作：抄写员用鹅毛

笔一笔一画地抄写羊皮卷，他们的技艺精湛、地位尊崇，社会公认只有他们抄的书才是正统、可靠、有权

威的。突然，古腾堡的印刷机出现。这时候，抄写员行会的第一反应不是解散，而是——把印刷机买来，

指定“行会认证印刷员”，给每一本印刷书盖一个“抄写员行会监督”的章。你可能觉得这很可笑：书都

印出来了，关你抄写员什么事？但对抄写员行会来说，这个举动是合理的——只要社会仍然认为“没有行

会盖章的书不算正经书”，行会就还能活下去。问题是，接下来的三十年里，发生了两件行会没能预料的

事。第一件：印出来的书数量暴增，读者逐渐发现，没有行会盖章的书照样能读，内容也不比盖章的差。

第二件更致命：印刷术让写作本身变了——作者可以直接把稿子送印刷厂，不用再经过抄写员这道工序。

于是“抄写员监督文字质量”这一行会存在的前提，从“必要”变成了“可有可无”，最终变成了“碍

事”。抄写员行会的垄断不是被印刷机打死的，是被印刷机制造的“印刷书可以没有行会盖章”这个社会

事实逐渐消解掉的。在这个比方里，教育系统就是抄写员行会，教师的传统评分权威就是那个章，AI就是

印刷机。AI没有直接禁止教师评分，但它制造了一种可能：人获得知识和技能的过程，可以绕开教师评分

这个章。而当“绕开”的人足够多，雇主开始觉得“没章也行”的时候，那个章就作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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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宿主瓦解（下）：授权与教学的分离，以及确定感需求的不可逆迁移

学科化。本节聚焦宿主瓦解最关键的动力学环节：教育系统同时提供两种服务——教学功能和授权功

能。教学功能是让人学到东西，授权功能是通过文凭给人身份。在传统教育的黄金时代，这两者被天然地

绑在一起：受教育的自然结果是拿文凭，文凭自然代表受了教育。但AI时代制造了一个裂口：当学生借助

AI可以不经过真正深度学习而完成作业、通过考试、拿够学分的时候，教学功能和授权功能之间的耦合就

解体了。学校还在发文凭——授权功能还在运转——但文凭指向的那个东西（认知能力）正在被掏空。这

一分离在制度经济学中有一个类比概念叫“信号失灵”：当一个原本有效的筛选信号（如文凭）因为信号

发出者（学校）放松了对信号质量的控制、或因为信号接收者（雇主）发现信号与真实质量之间的相关性

持续下降时，这个信号就在市场上失去了其最初的筛选功能。

通俗化与明白化。这个分离过程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分两步走。第一步：学校还在发票，但社会

开始隐约感觉到“票不太管用了”。毕业生的独立工作能力可能不如简历上写的那么好，毕业生对复杂问

题的判断可能力不如学历暗示的那么强。老员工开始在办公室里嘀咕“现在的研究生怎么连个报告都写不

利索”——这个嘀咕就是信号失灵的早期症状。第二步：当嘀咕变成越来越多雇主的共识，就会出现一种

行为变化——雇主开始不再把学历当硬门槛了。谷歌、苹果、IBM等公司近年公开宣布部分岗位取消学历

要求，这不是作秀，而是一种理性的信号替代行为：既然文凭已不能稳定地传递能力信号，那么不如我自

己建一套筛选机制——技能测试、项目考核、试用期评估。当头部雇主开始这么做，并且同行跟进，文凭

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垄断就开始从边缘崩解。第三步更微妙：家长和学生看到了雇主的转向。如果好工作不

必须好文凭，那我花十八年时间和巨额金钱去卷文凭干什么？这个疑问一旦在社会层面扩散，确定性垄断

的根基——社会成员对“走教育这条路是唯一靠谱的”的信念——就开始内部锈蚀。这就是宿主瓦解的完

整链条：系统核心使命被掏空（功能寄生+免疫寄生的累积后果）→文凭信号失灵→雇主放弃学历壁垒→

社会对教育确定性的信念开始溶解→宿主瓦解。

费曼类比。请想象一家保险公司，几十年来垄断了“给人提供安全感”这件事。你每个月交保费，它

承诺出事就赔。头几十年，大家都觉得这家公司是唯一的保障，别的路都不靠谱。但这家公司渐渐膨胀了

——它不光做保险，还做理财、开医院、办学校，什么都掺和一脚，但保险这个核心业务反倒没人上心

了，理赔越来越难、流程越来越慢。与此同时，出现了一批小型互助社——朋友之间凑钱互相兜底、社区

之间签互助协议，虽然没有保险公司的名头响亮，但真出事的时候，这些互助社给钱比保险公司快。于是

开始有人悄悄退出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还没倒，但它的核心客户在流失。更要命的是，人们开始口口相

传“不买那个保险也行”——这个说法一旦普及，保险公司最大的资产——社会对它“不可替代”的信念

——就融化了。保险公司不是被互助社打垮的，它是在自己业务膨胀、核心掏空之后，被客户用脚投票瓦

解的。而它越是想通过打折促销、增加附加服务来挽回客户，它花在真正做好理赔上的精力就越少——这

就加速了它的瓦解。这个比方给出了宿主瓦解最核心的动力学：替代不是外部替代者强大，而是旧系统自

身的核心功能已经衰竭到不值得被依赖。

含义推进。此处需要明确一个容易被误解的点：宿主瓦解不等于“教育系统消失了”“学校都关门

了”。宿主瓦解指的不是机构的物理消失，而是它的功能合法性底座——社会成员普遍相信“接受学校教

育是获得人生确定感的唯一靠谱路径”——的不可逆消退。学校建筑可以依然矗立，但社会对文凭的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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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发生了质的降级。当文凭从“必需品”变成“加分项”、从“人生入场券”变成“有点像样的背景材

料”，系统的确定性垄断就已经瓦解了。剩下的机构外壳是残迹，不是活体。

3.6　跨学科结构同构：不是装饰性类比，而是制度生存悖论的反复显现

本节加工的创新点是源论文在五个学科领域中识别出的与“寄食性裂变”形式同构的动态模式。源论

文强调这些类比不是修辞装饰，而是为了揭示一个跨领域的制度生存悖论：“系统越成功维持其垄断地

位，就越加速其核心使命的瓦解。”

学科化。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类比使用通常被视为一种探索性的启发工具，其论证效力弱于因果推

理。然而，当跨学科类比被用于识别“形式同构”——即关系模式而非实体属性上的相似——并且这一同

构在多个独立领域中重复出现时，它就超越了装饰性类比的层次，开始触碰一种更一般的、需要被独立辨

识的制度动态类型。本文在五个领域（政治学、肿瘤学、软件工程、金融学、生态学）中识别了同一模式

的不同形态变体，目的不在于宣称“教育系统就是癌细胞”或“教育系统就是湖泊”，而在于提出一个需

要被社会理论严肃对待的问题：为什么在不同介质、不同时间尺度、不同复杂度的制度系统中，都反复出

现了“越成功就越濒死”这一动态？如果它只是巧合，那它应该偶然出现；但如果它在如此多不相关的领

域中都独立出现，那背后可能存在一个迄今未被充分理论化的一般性机制——即“维持垄断地位的策略本

身在长期尺度上不可逆地侵蚀了系统履行核心使命的能力”。

通俗化与明白化。这一节想说的核心意思其实很简单：这种“因为太成功所以把自己搞死了”的故

事，不光是教育系统在讲——太多完全不搭界的领域都在讲同一类故事。本节选取源论文中生态学维度的

类比进行最清晰的展开，因为它与教育系统的结构同构最容易被直观理解。

富营养化是淡水生态学中的一个经典过程。一个湖泊本来有丰富多样的生命——鱼、水草、底栖昆

虫、浮游生物，各安其位、相生相克。但周围的农田开始大量使用化肥，雨水把氮和磷冲进湖里。这些营

养物质对湖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初期，它意味着藻类疯长——湖面上绿油油一片。农业生产者一看：湖

更“有生产力”了，这是好事啊。但藻类暴增之后，藻类的尸体沉入湖底，分解这些尸体的细菌大量消耗

水中的氧气。氧气被耗到极低水平后，鱼类和底栖生物开始大量死亡。而已经死亡分解出来的有机物中的

能量并没有消失——它转移到了谁身上？耐低氧的细菌、甲烷产生菌、摇蚊幼虫这些原本被旧生态系统压

制在边缘的替代性分解者。旧的生态系统崩溃了，功能并没有消失——它裂变到了另一个去中心化的替代

网络上。最耐人寻味的是：这个灾难的起因，恰恰是使湖泊在初期看起来“更富饶”的营养输入——也就

是系统早期意义上的“成功”。

把这个故事翻译回教育系统：功能寄生就是那些外来的氮磷——每一项被赋予教育系统的社会功能

（心理健康教育、安全教育、职业规划）单独看都是“营养”，让系统看起来更有社会担当、更有生产

力。但这些营养的累积输入导致核心使命（教学）的氧气被耗竭——教师的精力、时间、学校的制度空

间，被这些功能挤占了。当核心使命衰竭到一定程度，全社会对“学校能提供确定未来”这个承诺的信任

开始死亡，而这个确定感需求并没有消失——它转移到了替代性网络上：企业认证、社区学习、在线微证

书、基于项目的技能档案。旧垄断的崩溃不是外部竞争者打赢了，而是它自己把自己吃撑死了。生态系统

不会抱怨，但制度系统里的人会——学生会厌倦学校，雇主会放弃文凭，家长会用脚投票。而这一切的元

凶，不是某项具体政策或某个坏人，而是系统自身的生存策略。这个比方之所以有力，不是因为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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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像”学校，而是因为湖泊的富营养化过程与教育的功能寄食过程在动力结构上高度同构：都是一

种“成功的输入”在长期尺度上导致的“意外的崩溃”。这个同构的存在，使得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教育困

境归因于外部技术或政策失误——如果富营养化可以发生在没有意图、没有政策、没有技术的自然生态系

统中，那么制度系统的崩溃也可能有其同样深刻的内生根源。

3.7　理论的不可消解性：寄食性裂变与其他解释的分野

本节加工的创新点是源论文中通过四个竞争解释的逐一排除来确立“寄食性裂变”必要性的论证。本

节在有限篇幅内，重点展开其中两个最能体现本文理论独特性分野的比较——与技术替代论和与文凭主义

的对勘。其他两派（学校化批判和系统自创生论）的排除逻辑在前面学科化部分已有涉及，此处做简明收

束。

与技术替代论的分野。技术替代论是最需要被优先排除的默认解释，因为它更简洁——只需一个自变

量（技术的效率优势）就能讲一个直白的故事：旧东西效率低，被高效率的新东西取代。这个故事的好处

是符合我们日常对技术变革的观察——智能手机替代了BP机，电子支付替代了纸质票据，AI辅导将来替代

学校教师。但这个故事的致命盲点是：它没法解释为什么在AI技术爆发前至少二十年里，教育系统的困顿

已经系统性地累积和加速。文凭通胀、学生学习倦怠、雇主对毕业生能力的不满——这些都不是ChatGPT

出来之后才有的新现象，而是从20世纪90年代大学扩招开始就一路恶化的老问题。如果技术的效率替代是

主因，那么在没有替代性技术出现的时期，教育系统应该运作良好；但事实相反——在没有替代品的时

候，它已经在从内部朽坏了。技术替代论对这一段没有解释，只能将其归为背景噪音。而寄食性裂变提供

了一个统一解释：AI出现之前的困顿是功能寄生和免疫寄生的累积效应——系统自己在吃空自己，只是还

没吃到临界点；AI出现后，它触碰了评估权威这个免疫系统赖以运作的根基，加速了宿主瓦解，但AI不是

瓦解的原因，是瓦解的催化剂。两者的经验分野在于：按技术替代论的预测，教育困境的严重程度应该与

AI技术渗透率正相关——AI用得越多的地方，教育越困顿；按寄食性裂变的预测，即使在AI渗透率相同的

条件下，功能寄生程度不同的教育系统，其核心认知产出的衰减程度仍有显著差异——因为内生病变的程

度不同。这一预测给出了两者可以被经验研究对勘的路径。

与文凭主义的分野。柯林斯的文凭主义是对本文影响最深的先驱理论，也是与本文在概念上最近似、

因而最容易被混淆的一个。两者都承认文凭在社会地位分配中的核心作用，都承认教育在技能传授上的实

际功能有限。关键区别在于：文凭主义预设文凭系统可以在“门槛升级-文凭贬值-再升级”的螺旋中自我

维持——这是一个可以一直玩下去的游戏，不会崩盘。只要相对排序功能还在（硕士比本科强，本科比高

中强），游戏就能继续，哪怕所有人都意识到文凭越来越不值钱——因为没有牌桌之外的选择，玩家只能

继续打。本文的寄食性裂变则给出了一个文凭系统无法继续自我维持的临界条件：当AI使得授权功能（发

文凭）和教学功能（教真本事）的实际耦合被打破，雇主端开始出现大规模“放弃学历要求”的行为时，

文凭的筛选信号就在劳动力市场的买方一侧失效了。这不是文凭贬值——贬值意味着硕士还得比本科多挣

两千块，只是没以前多挣五千块了。这是信号作废——雇主根本不再把学历列入筛选条件。一旦信号作

废，文凭主义的自我维持循环就被从雇主端剪断了，剩下的只有教育系统还在继续印票子，而市场已经不

收了。两者的经验分野是：如果文凭系统可以通过调整门槛高度自我维持，那么我们看到的情形应该是在

文凭持续贬值的同时，雇主仍然以文凭为主要筛选工具（只是把门槛提高——原先要本科现在要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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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寄食性裂变的预测成立，那么在某些临界条件下，会出现头部雇主对文凭的主动摒弃，并且这一行为

引发同行跟进——不是因为政府要求，不是因为道德压力，而是因为文凭作为信号的经济效率已经低到不

值得为其付费。

与其他理论的分野简记。与学校化批判伊利奇传统的区别：伊利奇认为垄断要由外部政治行动打破，

本文则认为垄断会在内部掏空后自发性地流失合法性，AI只是加速了“文凭不好使”这一社会意识的扩

散。与卢曼教育系统自创生论的区别：卢曼预设系统可以通过符码的分化与重构稳定边界，本文则认为当

功能寄生导致教学-评估实际分离时，系统的核心符码（成绩）测不准其声称要测量的东西，系统无法通

过“继续分化”来修复这一内生性的测量失效。

这四个分野的共性指向同一个判断：寄食性裂变的独特性在于它揭示了一个内生的不可逆过程，而非

一个外部打击或内部死锁。外部替代论说系统被新东西打死；学校化批判说系统被意识觉醒推翻；文凭主

义说系统永远在一个循环里打转；自创生论说系统总能自我修复——而本文说的是：系统自己，在努力活

着的过程中，一步一步把自己吃空了。这个判断如果不能被这四个既有理论各自覆盖，那么寄食性裂变就

具有了独立的理论必要性。

3.8　本章小结：从垄断到裂变的内在逻辑

本章围绕源论文的核心论证，按“确定性垄断→功能寄生→免疫寄生→宿主瓦解与能量裂变→理论独

特性”的逻辑链，完成了对“寄食性裂变”概念中每一个关键机制的学科化、通俗化和类比化加工。现将

全章论证链条凝缩为以下几点总结，作为读者进入后续研究设计与案例讨论章节的过渡。

第一，教育系统的困境是一种制度内生性病变，其根源在于它作为一个垄断体所赖以生存的那个东西

——社会对它的“不可替代”的信念——恰恰也是它走向自我瓦解的驱动力。这不是某种外部敌人打败了

它，而是它自己的生存策略在长期尺度上侵蚀了它的生存根基。这个悖论是全文的灵魂。

第二，功能寄生与免疫寄生是这个病变的两个互补的机制。功能寄生负责让系统吃的越来越多、越来

越杂，但越来越不会做自己本应最擅长的事。免疫寄生负责让系统在面对任何“更会做这件事的人”时，

不是学习对方，而是消化对方，把对方也拉进自己的臃肿身体里来，让它变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但多

吞一样东西，系统就又多一分臃肿。

第三，AI的角色不是病原体本身，而是被长期寄生掏空了免疫根基的宿主恰好遭遇的一场高烧。如果

系统的核心使命仍然强健，AI本可以成为强大的辅助工具；但系统在AI降临之前就已经因功能寄生而严重

稀释了核心认知使命，因免疫寄生而丧失了从异质方案中学习的能力，因此当AI撕开了“教育可以由非人

类来做”的合法性缺口时，旧系统既无力抵抗，也无力利用——它只能在这一历史性的裂口中，看着自己

用两百年建立起来的确定性垄断，从内部开始瓦解。

本章的完成意味着核心论证已经落地。接下来第四章将讨论如何用比较教育研究的方法检验本章提出

的理论命题，第五章则将这一理论放进芬兰与韩国的真实案例中进行经验对勘，让读者看到“寄食性裂

变”在现实教育系统中的具体形态与差异表现。

29



第四章　研究设计与证伪策略：跨国比较与操作化路径

本文第三章提出了“寄食性裂变”这一制度病理学概念，并将其核心机制展开为“功能寄生→免疫寄

生→宿主瓦解与能量裂变”的三阶段演化链条。但概念的建构不等于概念的验证。本章的任务是说明：这

一理论主张如何被检验？在何种条件下它会被证明是错的？研究者凭什么相信自己不是在编织一个精致

的、但不可证伪的隐喻？

本章将依次讨论五个问题：研究思路与方法选择的依据（4.1）、核心概念的操作化与论证步骤拆解

（4.2）、案例与材料的选择标准（4.3）、可证伪性与论证可靠性（4.4）、研究的边界与局限（4.5）。

4.1　研究思路与方法选择

本研究属于“概念分析与理论建构型”学术论文，而非实证研究。这不是方法的随意选择，而是由研

究的核心任务所决定的。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传统教育体系的困境究竟是来自技术的外部替代，还是

源于其制度结构自身的内生性病变？回答这一问题所需要的，不是一个对现有数据的统计检验——因

为“内生病变”这一诊断对象，本身尚未在既有理论中被完整辨识和概念化。在能够检验之前，必须先有

可供检验的概念。

打个比方：在医学史上，“肺结核”被识别为一种独立的疾病实体之前，临床上已经存在着咳嗽、发

热、消瘦、咯血这些症状。但这些症状被分散地归因为“体虚”“伤风”“劳损”，没有一个统一的病理

学概念将它们串联为一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呼吸道传染病”。在“肺结核”这个概念被提出之前，不存

在针对它的检验手段——因为你无法检验一个尚未被命名的事物。同理，本文第三章试图做的，就是将教

育系统中那些被分别讨论的症状——功能膨胀、改革免疫、文凭贬值——串联为一个统一的“寄食性裂

变”病理学概念。因此，本文的方法论基础是概念的推演与建构，而非假设的实证检验。

但这并不意味着本文的方法论是随意的思辨。它遵循一条严格的论证纪律：跨学科结构同构论证加竞

争解释排除。具体而言，整个论证经历了以下步骤。第一步，从教育系统中识别出一种被已有理论分别触

及但未完整整合的动态模式——功能过载研究看到了系统的膨胀，文凭主义看到了垄断的自我维持，教育

改革研究看到了对变革的免疫，但三者没有被统一为一个演化动力学。第二步，通过跨学科类比，从生态

学、免疫学、计算机科学中提取具有形式同构性的机制模型——寄食关系、免疫消化、编译——这些模型

的核心价值不在于“教育系统像生物”，而在于它们提供了“系统如何在自我维持的过程中消耗自身根

基”的分析骨架。第三步，将被提取的模型重新翻译为教育社会学的制度分析语言，建构出三阶段机制

链。第四步，将该机制链与四个最强竞争解释（技术替代论、学校化批判、文凭主义、自创生论）进行系

统对比，给出可操作的经验判别条件，使本概念可被经验研究检验并面临被证伪的风险。

为什么采用“竞争解释排除”的方法？因为在社会科学中，很少有理论能被一次实验或一组数据“证

明”。更有力的论证策略是：在一组试图解释同一现象的理论中，比较每一个理论的覆盖范围与无法解释

的“残余事实”。如果一个竞争解释的核心预测被经验证据否定，那么它的解释力就被削弱；而如果一个

新概念能够覆盖那些残余事实，且其自身的核心预测尚未被推翻，那么它就在论证的竞争中获得了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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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度。这正是本文在第三章5.5节所做的——将“寄食性裂变”与技术替代论、学校化批判、文凭主

义、自创生论逐一对照，为每个竞争解释列出它无法覆盖的经验事实，以及本概念独有的可判别条件。

4.2　核心概念的操作化与论证步骤拆解

概念要能被经验研究检验，必须有操作化定义——即抽象的“确定性垄断”“功能寄生”“免疫寄

生”等概念，可以被什么样的可观测指标所测量。本节对四个核心概念的操作化逐一拆解，并说明本研究

在哪一步完成了操作化，哪一步因属于理论建构而止步于操作化建议。

确定性垄断的操作化定义是：教育系统在社会范围内对“个体未来社会地位的可预期性”这一心理公

共品的制度性独占。这个概念可以从三个维度被经验地测量。第一个维度：公众对“高学历→好工作→体

面生活”这一因果链条的信念强度，可通过社会心态调查数据——例如“你是否同意：在今天的社会中，

没有大学文凭就不可能获得体面的生活”这样的题项——来获取。第二个维度：劳动力市场中文凭作为职

业准入信号所占的比重，可通过分析招聘广告中的学历要求条目及其历年变化趋势来操作化。第三个维

度：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以及这一支出对教育回报率变动的敏感度——如果家庭的判

断是“即使读书的回报下降了，也必须继续投入，因为没有替代通道”，这就构成了确定性垄断的行为证

据。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确定性垄断不要求教育系统“事实上兑现”阶层流动的承诺，它只要求社会成

员“普遍相信”进入该系统是获得未来确定性的唯一可操作路径。正因如此，当垄断存在时，即便文凭贬

值已被广泛感知，家庭仍会继续投资于教育——因为退出垄断的成本比留在垄断中的代价更高。这一行为

模式，恰恰是确定性垄断的经验标志。

功能寄生的操作化定义是：教育系统通过持续内化外部社会治理功能来扩张自身制度体积与资源占用

的过程。其操作化指标包括三个层面。课程层面：非认知类社会功能目标——如心理健康教育、职业规划

指导、公民教育、安全教育、性教育、金融素养等——在官方课程标准中的出现频率与课时占比。行政层

面：学校承担的非教学行政任务的种类数量，例如疫苗接种组织、反诈骗宣传、社区服务登记、各类社会

调查问卷的发放与回收等。资源层面：教育系统占GDP的比重与其中核心教学支出（直接用于课堂教学与

教师专业发展的经费）的占比变化趋势——如果总支出上升但核心教学支出占比下降，则其他支出所支撑

的更可能是功能寄生所要求的行政与合规成本。

功能寄生区别于一般的“功能过载”概念的关键在于其驱动机制：功能过载可能是偶然的制度累加

——比如历史上某些功能被不假思索地持续转嫁给学校；而功能寄生是主动的——系统通过展示自己承接

了多少不可或缺的社会功能，来向预算拨付部门和社会公众证明自身不可替代，从而巩固其确定性垄断。

在实证上区分这两者，需要追踪特定功能“进入教育系统”的制度过程：是政府单方面将任务下沉，还是

教育系统自身（如学校联盟、教师工会、教育行政部门）主动争取了该项功能的承办权，并将承办权转化

为资源索取与地位提升的筹码？

免疫寄生的操作化定义是：教育系统通过制度程序将异质替代方案消解其差分信号、同化为自身组成

部分的能力。这是四个概念中操作化难度最高的一个，因为它涉及的不是“有没有”某种制度程序，而是

替代方案经历了什么样的“信号衰减”。本文尝试提出三个操作化路径。路径一：追踪非传统学习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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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职业教育、在线自学、学徒制）的学习成果被纳入传统学历认证体系的“转换率”——即有多少比例

的非学历学习最终以传统文凭形式被认可。这个指标可以揭示：替代方案在多大程度上必须通过“被旧系

统确认”来获得社会价值。路径二：对历史上曾被视为“颠覆性”的教育创新方案进行回溯性案例追踪

——例如20世纪90年代的“能力本位教育”运动、2012年后的MOOC浪潮——分析其核心主张从最初形

态到最终落地之间，经历了哪些制度环节的“编译”，差分信号被消解于哪个具体节点（是被纳入学分体

系时？被标准化考试覆盖时？被大学录取通道吸收时？）。路径三：分析教育科技产品的市场演化轨迹：

从初期的“颠覆学校”定位到最终产品形态上“与学校管理系统兼容”“对接国家课程标准”“支持现有

评估体系”的功能迭代。这一轨迹的长度与方向，可以作为免疫寄生强度的间接指标。

宿主瓦解与能量裂变的操作化分两步。第一步，宿主瓦解：教育系统的核心认知使命——培育学生的

独立判断力、批判性思维、在与知识对话中生成自我理解的能力——是否出现了可测量的长期衰减。可取

的指标包括：国际可比的高年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测试（如PISA创造性思维测评、美国CLA+等）的多

年纵向数据；雇主调查中对“毕业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满意度变化趋势；公众对“学校教育能否兑

现好未来”的信任度的社会调查数据。第二步，能量裂变：当宿主的确定性供给能力下降，社会对确定感

的需求是否出现了向替代网络的迁移。可取的指标包括：非学历学习（企业认证、社区学习网络、在线项

目作品集）在求职中的被认可程度之变化；头部企业公开宣布取消学历要求、转向自设能力测评或项目考

核录用的案例频率；家庭在教育之外（如职业培训、创业支持、社区信任网络）的“第二确定感投资”的

增长趋势。

这里需要诚实说明：上述操作化是本文的“理论推导”——它将这些指标应该测量什么、以及为什么

这些指标与概念之间存在对应关系说清楚了。但将这些操作化转化为实际的数据采集、编码、统计检验，

是未来实证研究的任务，不在本文的方法边界之内。本文提供的，是一份可供后续研究者直接取用的“操

作化清单”。

4.3　数据、材料与案例的选择标准

虽然本文本身不执行一手数据的采集与统计分析，但在论证过程中，它使用并援引了来自多种来源的

经验材料来为概念提供锚定。本节说明这些材料的选取标准与使用边界。

经验材料的使用边界。本文在第三章的分析与讨论中，援引了若干经验事实作为论证的锚点：例如美

国大学MOOC被“编译”为付费在线学位的演化过程（5.3）、中国职业教育高考制度将技能教育重新编

译为标准化的纸笔筛选（5.3）、2012年MOOC元年后十年间MOOC从“颠覆者”到大学延伸工具的身份

转变（5.3）等。这些材料在本文中的功能不是“证明”——一个概念的建构不能被几则案例证明，概念

的证明需要系统的经验检验——而是执行两种特定的论证工作。其一，“认出”：帮助读者在看到“免疫

寄生”这个抽象概念时，能够对应到他们可能已经有所感知但未能清晰命名的制度现象——“对，我就是

亲眼见过一项好好的改革最后被系统消化成了老样子”。这个“对”是现象学的确认，不是因果推断的证

实。其二，“锚定”：防止理论建构悬浮为空洞的哲学思辨。每一个核心机制的展开过程中，必须有至少

一个具体的、可核查的经验锚定案例，使读者能够沿着这个案例回到本文所依据的材料来源，自行核查其

可信度。

32



案例的选择标准。本文在选择经验案例时，遵循三条标准。第一，可公开核查性：案例所依据的信息

——例如“MOOC的商业化转型始于与高校合作推出在线学位”这一陈述——必须来自公开可获取的报

道、研究报告或学术文献，不依赖个人内部经验或无法核实的传闻。第二，类型差异：案例的选取刻意覆

盖不同国家与制度类型。美国的MOOC与在线教育创新（以市场竞争驱动为主）、中国的职业教育高考改

革（以国家政策主导为主）、全球范围的能力本位教育运动（以教育理念传播为主）——三类案例分别代

表了不同的制度动力源，用以检验核心概念是否在不同制度语境下均能保持解释力。第三，不取孤证：在

讨论免疫寄生机制时，本文给出了至少三个独立案例（能力本位教育、MOOC、职教高考），避免因单一

案例的偶发性特征而被误认为概念的普遍有效性。

定量材料的引用原则。本文在讨论功能寄生、文凭通货与核心认知产出衰减时，并未自行执行统计分

析，而是引用了既有研究中已报告的经验发现——例如拉巴里（Labaree,  1997）的学校目标膨胀分析、

柯林斯（Collins,  1979）的文凭通胀实证、PISA等国际教育测评的公开报告。这些定量材料在本文中的

论证地位是“旁证”而非“检证”——它们表明本文的论断与已有经验研究的方向一致，但尚不能作

为“寄食性裂变”机制的严格验证。这个边界不能模糊。如果本文在结论中声称“已有数据证实了本文的

机制”，那是偷换了论证层次——本文的概念建构是对已有数据的新的解释框架，而不是已有数据对本文

概念的直接验证。验证的工作在后头，不在本文。

4.4　可证伪性与论证可靠性

任何理论建构在提出时，都必须同时给出能够将其推翻的明确条件。一个不可证伪的理论——也就是

无论出现什么经验事实都可以声称“这正是我的理论所预测的”——不是理论，是意见。本节按照“最强

竞争解释—排除设计—可推翻条件”的三步结构，呈现本文理论的可证伪性设计。

第一步：锁定最强竞争解释。针对“寄食性裂变”的诊断，最强的竞争解释是技术替代论。技术替代

论的核心逻辑是：传统教育困境源于AI等新技术的外部效率冲击——新技术提供了更便宜、更便捷、更个

性化的知识获取与技能认证方式，传统教育机构因其效率劣势而被边缘化。技术替代论的优势在于它的简

洁性：它只需要一个自变量（技术效率差异），不需要假设制度内部演化，不需要诊断“内生病变”。在

未给出反向证据之前，这一更朴素、变量更少的解释应被视为默认解释。因此，本文理论要想获得经验上

的严肃可信度，就必须承担“举证责任”——它必须证明，教育系统的困境中有相当一部分变异，不能被

技术效率差异所解释。

第二步：排除竞争解释的研究设计。为检验“功能寄生程度独立驱动核心认知产出衰减”这一本文的

核心命题，本研究设计了一项比较案例分析方案。

在案例选择上，选取在教育技术渗透率上相近但功能寄生程度差异显著的国家或地区教育系统进行比

较。教育技术渗透率可以通过一组指标综合测量：学生人均AI或智能学习工具的使用频次、学校在数字化

教学设备与软件上的采购金额占教育经费的比例、教育科技企业在当地教育市场的进入活跃度等。功能寄

生程度的差异，可通过4.2节列出的操作化指标来编码——包括课程标准中非认知类社会功能目标占比、

教师非教学行政工时占比、公共教育支出中用于“非核心教学活动”的比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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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芬兰与韩国是潜在的比较对。芬兰的教育系统在国际比较中以其聚焦核心学术素养、学校承接

较少非教学行政任务、教师专业自主权受制度保护而闻名。韩国的教育系统则高度卷入升学军备竞赛，学

校深度承接家庭的社会焦虑、劳动力筛选压力以及大量的课外补习协调功能。两个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上

都处于全球前列，AI工具的可获得性相似。如果技术替代论是正确的，那么两个国家学生的核心认知能力

在AI时代应当出现相似程度的衰减（因为面临相同的技术冲击）；如果本文的寄食性裂变论是正确的，则

功能寄生程度更高的韩国应当表现出更显著的核心认知产出衰减——这种衰减在控制了AI技术渗透率后仍

然显著存在。

在变量设计上，自变量为功能寄生程度（跨国可比的综合指数），因变量为核心认知产出衰减率（以

国际可比的高年级学生批判性思维与独立问题解决能力测试的多年纵向数据为测量工具），控制变量包括

AI教育技术渗透率、生均教育支出、教师学历水平、社会贫富差距（基尼系数）、文化传统中学历重视程

度等。

在因果机制检验上，核心检验逻辑是剂量-反应关系——在控制AI技术渗透率的条件下，功能寄生程

度越高的地区，其学生高阶认知能力的纵向下降幅度是否越大。剂量-反应关系是流行病学中建立病因推断

的经典标准之一：如果“暴露剂量”与“效应强度”之间存在单调递增关系，则因果推断的可信度显著增

强。

第三步：明确可推翻条件。以下任一经验结果，若被发现成立，将对本理论构成严重挑战或直接证

伪。条件一：在控制AI技术渗透率等外部技术因素后，功能寄生程度与核心认知产出衰减之间不存在显著

的剂量-反应关系。条件二：功能寄生程度高但AI技术渗透率低的地区（例如某些互联网普及率较低但教

育系统官僚化严重的中等收入国家），并未表现出核心认知产出的显著衰减。条件三：核心认知产出的衰

减主要与AI技术的可获得性相关，而与制度内部的功能寄生程度无关——即技术渗透率高的地区普遍出现

衰减，无论其功能寄生程度高低。

如果上述任何一条反例被确认，本文的理论主张就需要被修正或放弃。届时我们所获得的经验教训

是：教育系统的困境本质上是技术效率竞争的问题，其制度结构本身并未发生不可逆的内部病变。政策干

预方向因此将从“瓦解旧系统的免疫层以让新生态生长”转变为“加速新旧技术效率替代的进程”。

必须诚实指出：这一检验方案在转化为实际经验研究时，面临若干操作性挑战。跨国比较中核心认知

产出的可比性，依赖于认知测量工具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效度等价性——现有国际大规模教育测评（如

PISA）虽已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批判性思维”这类高阶能力的跨国测量仍然是一个方法论

上有争议的领域。功能寄生程度的编码也需要对各国课程标准与教育政策文件进行系统的人工内容分析，

编码者信度需要专门检验。因此，上述检验方案提供了理论可证伪性的逻辑保证——它告诉学界“这个理

论在什么条件下应该被放弃”——但将其转化为实际的经验研究，仍需要进一步的操作化推进。

4.5　研究的边界与局限：诚实的前提性声明

本文在方法论层面存在三类需要诚实声明的边界与局限。

第一类：理论建构方法的固有局限。本文的核心工作是概念推演、跨学科结构同构论证与竞争解释排

除，属于理论建构而非实证检验。这意味着本文提供的，是对教育困境的一个新的“诊断框架”——它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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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一套新的概念语言来重新审视那些已被熟悉的事实，并给出了一些可以被经验研究检验的明确预测。

但它本身并不“证明”这些预测是正确的。这一点如果被模糊，就会犯“以建构代替验证”的方法论错

误。理论的最终可信度，在于它在后续的经验检验中屡次幸存而不被推翻——这个工作不在本文手里，在

后续实证研究手里。

第二类：跨学科类比的有效边界。本文从生态学、免疫学、计算机科学借用了寄食、免疫、编译等概

念，这些概念不是修辞装饰，而是担任了机制性类比的功能——它们从源学科中“搬运”了关系模式（寄

生物-宿主之间的消耗-依赖动态，免疫系统的自我/非我识别，编译器对源代码的语法改写），将这些关系

模式映射到教育系统的制度分析中。但这一策略的边界是清楚的：教育系统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价值承

诺，不完全可还原为生态学或免疫学模型。生态学中的“宿主健康”是一个纯粹的生物事实，而教育系统

的“核心使命”——培育独立判断力、滋养主体性——是一个规范性概念，它预设了对“教育何为”的价

值判断。当一个社会的价值共识发生变化（例如从“教育培养完整的人”滑向“教育提供有竞争力的劳动

力”），这个变化本身就可能是功能寄生的动因，而非功能寄生的后果。跨学科类比提供了分析骨架，但

骨架不是活的有机体——教育系统中那些不能被跨学科模型所捕捉的文化、伦理与政治维度，需要其他类

型的分析（如教育哲学的规范性论证、政策研究的历史制度分析）来补充。

第三类：对中国语境的本土化不足。本文的理论建构虽然在案例层面援引了中国的职业教育高考、课

外补习军备竞赛等现象作为经验锚定，但在理论层面尚未完成系统的本土化工作。中国教育系统的特殊性

——包括它的政治嵌入性（教育政策与生育政策、户籍制度、“双减”政策之间的复杂互动）、国家治理

结构（高度集权的课程与考试制度与地方执行偏差之间的张力）、以及当前技术政策（国家对AI教育产品

的大力推动与对校外培训产业的严控并行）——对“寄食性裂变”的速度与形态可能产生怎样的调节效

应，本文尚未展开充分讨论。例如，如果国家在“双减”政策中同时压缩了校外培训的确定性供给通道，

但又未同步建设替代性的分布式认证网络，那么被压抑的确定感需求可能不是在“多中心网络”中温和裂

变，而是在“旧垄断与隐秘替代市场的灰色地带”中积累紧张。这一可能性，是源论文的概念框架可以容

纳但尚未充分展开的经验推测。本文将在第五章的案例讨论中对此做进一步展开，但系统的本土化调适仍

有待后续研究。

上述三类局限，不构成“本文不值得被认真对待”的理由——没有任何研究能够在一个回合内解决所

有问题。它们的作用是划定本文的知识声明边界：本文提供的，是一个具有经验严格性的可检验的诊断框

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所有检验程序的确定性结论。这个边界的划定本身，就是对学术可靠性的一种担

保。

第五章　案例分析与讨论：芬兰、韩国与美国创新学校的经验

前三章建构了“功能寄生→免疫寄生→宿主瓦解”的机制链，其核心诊断是：教育系统越成功维持自

身垄断，就越加速核心认知使命的瓦解。然而，这一诊断需要接受具体案例的检验——在不同国家的教育

现场中，这些机制是否真的在运转？是否存在反例或边界？本章选取三个在“功能寄生度”光谱上处于不

同位置的案例：芬兰（低寄生）、韩国（高寄生）与美国创新学校（高免疫寄生但存在缝隙），逐一考察

其经验证据，并在综合讨论中审视理论的可推广性与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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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芬兰：低功能寄生下的核心使命坚守

2000年第一次PISA测试结果公布时，芬兰以阅读、数学和科学三项第一的成绩令全球震惊。然而，

当各国教育考察团涌入赫尔辛基的学校时，他们看到的不是高压教学或高科技教室，而是一些“反常”画

面：45分钟一堂课之后是15分钟的强制户外休息，无论天气多冷；小学生下午一两点放学，书包里没有家

庭作业本；中学阶段几乎没有标准化考试，教师根据学生日常表现给出描述性反馈而非百分比排名；同一

所学校里接纳了学习困难学生和天赋优异学生，不设技优班或差生班。芬兰学校的建筑朴素，图书馆是利

用率最高的空间，但墙上没有“争创一流”的横幅，走廊里也没有张贴学生成绩排名。

这套系统的底层逻辑不是“放松”，而是“聚焦”。芬兰于1970年代废除了平行学校制度（文法学校

与职业学校的双轨），建立统一综合学校。与此同时，它做出了一个关键性制度选择：教师必须拥有研究

型硕士学位，并赋以高度专业自主权——国家只颁布框架性课程标准（2014年版核心课程仅约300页），

教师可以自主决定教学方法、教材选择和评估方式，校长不检查教案，地方教育行政机构不进行排名考

核。家长对学校的信任建立在教师专业性的基础上，而非建立在“该校升学率全区前三”这种量化承诺

上。

用“寄食性裂变”的分析框架来看，芬兰是一个罕见的“低功能寄生”案例。当其他国家纷纷将学校

转变为“万能社会容器”——要求学校同时解决青少年心理健康、金融素养、反诈骗教育、性教育、交通

安全、营养教育、民族融合等诸多议题时，芬兰的回应方式不同。芬兰2014年国家核心课程引入了“横贯

能力”（transversal competencies），包括思考与学会学习、文化素养与互动表达、多模态读写能力、

ICT能力、工作生活与创业能力、参与建设可持续未来。表面看，这些似乎也是加诸学校的社会功能。但

关键区别在于：它们不是作为独立课程“叠加”进时间表，而是作为所有学科教学的原则和方式融入。例

如，“ICT能力”不是增设一门电脑课，而是要求数学教师在教统计图时让学生在电脑上制作调查图

表；“参与可持续未来”不是增设一门环保课，而是可能在生物、地理甚至文学课中围绕同一主题展开跨

学科项目。这是一种“整合式课程设计”，而非“课程内容累加”。教师依旧掌握“教什么、怎么教、何

时教”的决策权，而非被动执行外部行政指令的课件投放员。

这一差异可以用一个朴素的比喻来理解。芬兰学校像一家“坚持只做三道菜的家庭餐馆”——每一道

菜做得用心，调味和食材搭配由厨师（教师）判断。顾客（家庭与社会）之所以来吃，是因为吃过之后真

的觉得肚子里有东西、身体得到了好的滋养。功能寄生程度高的学校系统，则像一家“被顾客不断临时加

单的自助餐厅”——有人说缺营养就加健康沙拉，有人说缺就业技能就加烹饪培训班，有人说社会道德下

滑就加礼仪讲座。每一样端上来的东西单独看都不错，但后厨的厨师已经被累得没有时间研究三道招牌菜

的火候，菜单越来越厚，但每一道菜的味道都平庸化。

芬兰的低寄生状态与其社会结构有关——它是一个500多万人口的小国，文化同质性高，二战后快速

工业化和福利国家建设同步推进，使得社会不平等程度较低。但仅用“小国寡民”作解释是不充分的。芬

兰自1990年代起也面临移民增加、数字技术冲击等新压力，然而教师工会与教育政策界之间维持着一种相

对稳固的共识：捍卫教育的“教学核心”，抵制将学校转变为社会问题的第一线解决机构。这种共识的维

持离不开一项制度细节——芬兰的大学化教师教育（研究型硕士）赋予了教师作为“专业权威”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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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当政府试图增加行政化评估时，教师群体有足够的社会信誉和专业论据来回应“我们已经在教学中做

到了，不需要额外的表格来证明”。

这对论文的核心论点构成了怎样的支持？它支持了命题1和命题2的一个推论：低功能寄生程度有助于

维持核心认知使命的健康。芬兰学生在PISA的创造性思维与协作问题解决能力测评中高分，学生校园幸福

感指数长期居全球前列，而家庭对学校的信任度保持高位——这是一种不同于“确定性垄断”的“低压力

确定性供给”。它不依赖文凭焦虑来维持社会依赖，而是依赖“学校能给孩子真实成长”这一经验性信

念。这一案例也提示：功能寄生并非教育系统的历史宿命，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被制度性设计所抑制。

但芬兰案例也有明确的边界，不能直接搬到韩国或美国。芬兰的教育模式植根于其福利国家体制和劳

动市场结构——社会安全网相对健全，个体即使不通过残酷的学业竞争也能保有体面生活的可能，这从根

本上降低了“文凭作为唯一确定感来源”的心理压力。如果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高度极化、社会保障薄

弱、贫困与富裕社区之间教育资源配置悬殊，即使政府一纸文件要求“赋予教师自主权”，也很难落地

——教师自主权在那种环境下容易被解读为“不抓紧就是不负责”。换言之，芬兰的“低寄生”是一个社

会系统协同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可以单点移植的教育技术方案。

5.2　韩国：高功能寄生下的宿主衰竭

与芬兰的小学生下午两点在雪地上嬉闹的景象形成尖锐对照的，是首尔江南区大峙洞补习街的深夜。

补习学院（hagwon）的霓虹招牌在凌晨依旧通明，一场排名前5%才有意义的考试——韩国大学修学能力

考试（CSAT）——把整整一代青少年的日常规训成了军事化作息：早上8点到校、下午4点后涌入私人补

习班、晚上10点后再返回学校自习室直到凌晨。政府不得不颁布“宵禁令”，规定补习班晚上10点后不得

运营，于是补习班把课程改到网上，学生在家里继续。为了让考生在CSAT当天不受噪音干扰，全国银行

延后开门、飞机在英语听力时段禁飞、家长在寺庙和教堂通宵跪拜祈福。

这些画面不是个案，而是韩国教育系统“功能寄生”极端化之后的制度景观。从1960年代经济腾飞起

步起，教育在韩国就被制度性地绑定了三重极其沉重的社会功能：第一，阶层流动的近乎唯一通道

——“首尔大学-大企业-稳定中产”这一链条构成了一种世俗化的命运剧本，脱离剧本即意味着堕入社会

失败者行列；第二，家庭尊严的核心生产机制——母亲在社区中的社会地位与子女的学业排名直接挂

钩，“优秀妈妈”的定义等同于“孩子成绩好的妈妈”；第三，国家竞争力在个体身上的投射——从军方

独裁时代到民主化之后，每一届政府都将教育改革视为“确保韩国不被未来淘汰”的战略工具，教育因而

成为直接承纳国家焦虑的制度装置。

这三重功能不是学校教育在正常教学之余“额外”承接的公关活动，而是深刻重塑了学校内部一切运

作的引力中心。学校的课程表、教师评价、学生日常安排，几乎全被CSAT的指挥棒所统摄。官方课程标

准在纸面上写得足够丰富——强调创造性思维、合作能力、品格教育——但在实施层面，这些目标被压缩

为“考试中可能出现的开放性问题题型练习”。本文第三章所描述的“核心认知使命被可测量的功能置

换”在韩国获得了一种近乎冷酷的清晰面貌：一位高中教师如果想花一节课与学生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如何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理解，而不是讲解历年真题中的相对运动公式解题技巧，会被家长投诉“耽误时

间”；一位学生如果表现出对诗歌的真诚爱好而非为了考试而背赏析要点，会被视为“不务正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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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案例还为“免疫寄生”机制提供了教科书般的证据。在过去二十年中，韩国政府反复试图通过制

度改革来缓解升学军备竞赛的烈度——包括限制补习时间、禁止“超前教育”、改革大学入学方式（纳

入“学生记录综合评估”以考量非学业表现）等。这些政策的初衷不可谓不真诚，但每一次都在制度实施

环节被“编译豁免”为强化既有竞争逻辑的新工具。最为典型的是“创造性体验活动”（창의적  체험활

동）：政策本意是鼓励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社团活动、课外探究，这些活动被记录在学生的“学校生活记

录簿”中，作为大学综合评估的参考。理论上，这是在传递一个信号：上大学不只取决于笔试分数，课外

成长同样重要。但是，实施几年的结果是：家长和补习班迅速将“创造性体验活动”解码为“另一门需要

考高分的科目”——出现了专门策划“优质志愿服务经历”的咨询机构，学生去养老院敲个钟、拍张照、

拿机构盖章，转身回家写自我陈述，把“敲钟”写成“深切感悟老龄化社会的人文温度”。差分信号——

课外活动是对竞争逻辑的挣脱——被彻底编译为“课外活动的竞争化”：不再拼笔试分数，变成拼“谁的

服务经历看起来更感人”。

这正是免疫寄生机制最令人不安的特质：改革的形式被保留，使其主张者难以反对——教育当局可以

说“我们已经在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了”——但形式内部的反叛信号已被消解，改革最终喂养了旧系统，

使其更能抵抗真正的变革。借用本文第三章的术语，韩国教育系统表现出了极高的“编译免疫活性”，它

可以将外部替代方案的几乎任何组件翻译为自己的合法语言，然而这种编译行为本身在持续消耗系统内残

余的教育本真活力：当一个高中生把养老院探访也当成“分数”来算计的时候，他不仅没有真正接触老人

生命经验的深度，反而进一步学习了“一切人间关系都可被量化为履历表格”的价值逻辑——这正是核心

认知使命被免疫寄生反向伤害的微观机制。

那么，韩国教育系统的“宿主”是否已经瓦解？从某些指标来看，答案尚存争议。首尔大学的文凭仍

然保持着极高的社会兑换率，SKY（首尔大、高丽大、延世大）毕业生在大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入职通道仍

然畅通。但宿主瓦解的信号也在加速累积：韩国的青少年自杀率长期处于OECD国家最高之列，且有调查

显示超过半数的青少年“对生活缺乏期待”；雇主抱怨新入职大学毕业生的独立判断力和沟通协作能力不

足，大企业如三星、LG近年来已开始尝试自主能力测试以筛选人才，而非完全依赖大学GPA；更为深层的

是，韩国的总和生育率惊人地跌至全球最低水平（2023年约0.72），大量年轻夫妇坦率地将“不想让孩子

经历我受过的教育”列为不愿生育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一种从根本上拒绝为教育垄断系统继续“供

血”的社会信号。用本文的诊断语言来说：社会对“教育作为确定感供应商”的信任已在内部腐蚀，人们

依然在“用脚投票”参加军备竞赛，但内心已不再相信。这种“信任外壳尚存、信任实质已空”的状态，

正是宿主瓦解的危险临界特征。

韩国案例对核心论点的支持是双向的。从正面看，它完美地验证了“功能寄生→免疫寄生→宿主衰

竭”的连锁机制——教育系统正是因为它过度成功地将自身塑造为韩国社会流动与尊严的唯一通道（确定

性垄断的极致形态），才导致了其核心教育使命被掏空，并在大量设计精良的改革中被自身的编译免疫系

统反复消耗。从复杂化论点的方向看，韩国也提示了宿主瓦解可能有一个很长的“僵持期”：只要替代性

确定感供给节点（如企业自主能力认证、社区学习信任网络）没有发育到足够替代文凭功能的程度，垄断

系统可以凭借既有的制度惯性和社会恐惧维持运转，即使公众已对其丧失真心信仰。这提醒我们：宿主瓦

解不一定像“地震”那样突然倒塌，而可能更像“蚁巢”——外部轮廓仍在，内部结构已逐渐被蛀空，需

要一个偶然的外部冲击（AI技术对评估权威的基础性挑战或许扮演了这个角色）来触发最终的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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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美国：创新学校的免疫寄生与编译消化

如果说芬兰展现了低寄生的可能性、韩国展示了高寄生的破坏力，那么美国的案例则提供了一个观

察“免疫寄生如何编译消化创新”的动态实验场。美国教育体系高度分权，学区自治与联邦政策的博弈空

间巨大，这为各类创新型学校——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s）、磁石学校（magnet schools）、项目

式学习学校（PBL  schools）——提供了在缝隙中诞生的机会。本章选取以High  Tech  High（以下简称

HTH）为代表的项目式学习学校作为分析对象，追踪其教育理念与制度遭遇。

HTH是一所位于加州圣地亚哥的特许学校系统，于2000年创立，涵盖K-12。走进HTH的校园，传统

学校的符号系统几乎完全消失：没有上下课铃声，没有标准化教科书，没有成绩单。教室像开放式工作

室，走道里陈列着学生制作的机器人、自制纪录片的海报、搭建到一半的木结构模型。学生通过完成跨学

科项目来学习——一个经典项目是“为残障人士设计一艘无障碍皮划艇”：学生需要学物理（浮力与结构

力学）、生物（人体工学与残疾类型）、工程（模型制作与原型测试）、以及社会调查（采访残障人士的

使用需求），最终交付的不是期末试卷，而是一艘能下水的皮划艇和一份研究文档。HTH的学生不参加加

州标准化考试（通过与州政府的特许可豁免），升大学时递交没有GPA的叙事性成绩报告和作品集。这套

模式在理念上准确地击中了传统教育系统的核心软肋：学习可以与标准化测评脱钩，认知能力的证明可以

不依赖学分-绩点-文凭的语法。

然而，HTH的实践在外部接口环节遭遇了一个制度性瓶颈。大学的招生办公室是传统教育系统“编译

语言”的守门人。当HTH学生递交叙事性成绩报告和项目作品集给大学时，招生官面临一个实践难题：如

何将一篇描述“该生在皮划艇项目中展现了卓越的系统设计与项目协调能力”的叙事文本，与其他高中申

请者递交的“GPA  4.0、AP六门5分、学生会主席”之类的高信度标准化信号进行比较？招生办公室的数

量有限的人力，使得这种个性化的比较只能以极高的认知成本进行。于是，一种渐进的编译行为发生了：

一部分HTH学生为了增加被顶尖大学录取的概率，自行在校外选修AP课程并参加考试，以获得可兑换学

分的“标准货币”；校区为了帮助学生申请加州大学系统，与州政府协商使某些项目的完成可以被认可为

特定课程学分的替代要求——本质上是将项目式学习翻译为传统学分的“等值物”。项目被保留，但其可

区分性——学习无需标准化兑换——已在制度接口处被消化。

这一编译被进一步放大为主流学区的“选择性吸收”。近年来，美国众多学区流行起“项目式学

习”改革，形式上看起来像HTH理念的扩散和胜利。但实际上，主流学区的项目式学习通常是以“保留传

统课程主干、每周增设两小时项目时间”的方式嵌入的。学生仍然按照年级、科目、标准化进度上课，到

周五下午分组研究一个开放性课题，最终成果被评定等级，计入学期平均绩点。这就像把一首摇滚乐改编

为由交响乐团演奏的版本：乐曲的名字还是那首（“项目式学习”），但它的叛逆精神——那一嗓子撕裂

标准化测评的嘶吼——在交响化编排中被驯服为另一支“可以纳入绩点算法”的协奏曲。这正是免疫寄生

区别于简单“拒绝改革”之处：系统没有拒绝项目式学习的形式，而是给予了它在体制内合法的表演舞

台，但赋予了它传统评分的新脚本。

对论文的论证而言，美国案例同时构成了支持与复杂化。它强有力地支持了命题2（免疫寄生的自我

伤害效应）——在高度分权的教育生态中，编译消化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而是通过各个接口节点

（大学招生、学区课程设计、州教育标准）分布式地完成，这正是“分布式免疫识别”的体现。然而，美

39



国案例也复杂化了一个潜在假设：免疫寄生的编译消化是否一定是“彻底的”？HTH以及类似的创新学校

虽然面临编译压力，但在学校内部，项目式学习仍然真切地培育着学生的高阶认知能力——这些学生的大

学入学后跟踪数据（尽管是小样本的研究）显示，他们在批判性思维与协作解决问题方面的表现优于传统

学校背景的同侪。这说明免疫寄生在缝隙中可以不被完全消化，关键变量在于：创新学校是否足够自主地

从旧系统的认证闭环中部分脱离。HTH之所以还能保留一定的差分信号，恰恰因为它主动拒绝了州标准化

考试和GPA系统。当这种脱离被扩大到可以绕过大学招生办公室——例如，部分创新学校的毕业生直接以

作品集和实际项目经验进入科技公司，而硅谷的一些企业（如Google、Apple）近年来已公开取消大学学

位要求——编译消化就开始出现失语：雇主不再需要将能力翻译为GPA，旧系统的编译语言第一次遭

遇“对方说另一种语言并且对方掌握着雇佣权力”的场景。这正是本文所说的“宿主裂变”的早期萌芽：

确定感供给从单一文凭系统不可逆地迁移至企业认证与项目作品评价组成的多中心网络。

当然，这一萌芽目前仍限于特定的行业与社会经济阶层。HTH的学生家庭背景多为教育程度较高的中

上阶层，家长有能力也有意愿为子女寻找绕过传统通路的替代方案。这引出了本案例的一个关键边界：创

新学校目前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是“认知精英的内部自循环”，而非全社会的可推广模式？如果当这种

模式向低收入社区推广时遭遇了更强的制度编译力量——比如需要接受政府资助就必须参加标准化考试，

或者家长群体更倾向于“保险起见”选择传统绩点路径——那么免疫寄生的消化能力是否仍然同样强劲？

美国案例提供给我们的不是“改革必胜”的灵感，而是对免疫寄生缝隙存在性的实证——缝隙是存在的，

但要将缝隙扩大为真正的裂缝，需要替代认证体系获得足够规模的制度实力和社会信任，这正是后文将要

讨论的实践含义。

5.4　综合讨论：光谱、边界与实践含义

将三个案例放在一起重新审视，论文的核心机制链得到了多层次的经验支撑，但同时展示出重要的情

境调节变量与理论边界。

第一，三个案例构成了一个“功能寄生度”的光谱。芬兰处于低寄生端：社会功能被整合融入学科教

学，教师专业自主权构成抵御外部功能转嫁的有效屏障。韩国处于高寄生端：教育系统在半个多世纪内层

层叠加了阶层流动、家庭尊严、国家竞争力这三重超重功能，课程目标和评估工具都被深深地扭曲。美国

处于中间态且高度分化的地带：部分学区表现出严重寄生，而创新学校则试图撕开缝隙。这一光谱的共存

提示：功能寄生不是一种“有或无”的状态，而是一个连续变量，程度取决于制度设计（如教师教育门槛

和专业自主权）、社会结构（如社会安全网的健全程度）和文化期待（如对教育功能的集体叙事）这三者

的相互作用。

第二，免疫寄生在低寄生与高高寄生系统中表现出不同的活度。芬兰的免疫寄生相对不活跃，不是因

为芬兰教育系统缺乏编译能力，而是因为它不需要频繁启用——低寄生本身就意味着较少出现需要被消化

的异质替代方案。韩国则表现出极高活度的编译免疫，使大量改革失去差分信号，这是宿主在高压下仍能

维持表层稳定的关键机制。而美国的编译免疫在“创新-消化”的反复博弈中表现出一定的带宽限制：当创

新样本足够多样化且出现绕过传统认证通道的替代路径时，编译消化会应接不暇。这为理论的实践操作化

提供了关键线索——瓦解免疫寄生层的策略不是设计更多的改革方案让系统消化，而是扩大系统无法编译

的评估认证接口（如雇主直接认可的项目作品集和同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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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宿主瓦解的临界点是否已经到来？没有哪一个案例已经完成了“裂变”——芬兰尚未裂变，韩

国的表层垄断仍然坚硬，美国的替代网络尚在边缘。但三个案例都展示了宿主内部状况的差异：芬兰的宿

主相对健康，韩国的宿主功能已严重衰竭，而美国部分地区的宿主正在经历“微裂变”实验。这告诉我

们：宿主瓦解不是一个能够被精确测定临界日的变量——它是一个累积性的信任腐蚀过程，可能在被某个

外部刺激（AI技术对评估权威的瓦解）推动后才显现为不可逆的制度形态变化。

基于上述讨论，可以谨慎地提出三条实践含义，它们是第三章理论推导在案例验证后的具象化延伸，

而非新论点引入。

第一，瓦解免疫寄生层应当优先于设计“更完美的改革方案”。韩国案例的沉痛教训在于：只要大学

招生仍以标准化可计算指标（无论是笔试卷面分数还是课外活动量化积分）为最终令牌，任何创新的差分

信号都会在制度的语法转换中被消解。政策干预的着力点应当是创建独立于学校文凭系统的、直接连通雇

主权力的认证制度——例如，建立全国性可验证的“能力档案”（competence  portfolio），由第三方

专业机构依据实际工作表现与同行评审来认证个体的认知能力与协作能力，使其发行的信号不依赖传统

GPA的语言即可被劳动力市场识别。这种制度的要旨不是“废除学校”，而是建立一个与学校文凭平行的

第二货币系统，从而打破编译免疫赖以运作的“单一货币”垄断。

第二，应当审慎利用AI技术的评估权威瓦解效应，而非简单推进技术替代。AI生成的文本能力迫使大

学评估制度面临“如何识别个体认知水平”的根本性挑战，这在韩国和中国的高考体系、美国的大学申请

文书制度中都已引发危机。这一危机的“创造性”在于：它暴露了长期被教育系统回避的事实——大量标

准化评估原本就测不准深层次认知能力，AI只是撬动了掩盖这一事实的最后一层窗户纸。正确的政策回应

不是加强AI检测技术以“修补旧评估系统”，而是利用这一机遇窗口同步建设基于实际认知表现和长期项

目证据的新评估通道。芬兰模式可以提供一项原则性参照：当教师拥有专业判断力和充足的非教学时间，

日常诊断性评价比任何一次性纸笔考试更能反映真实能力。

第三，主动培育分布式确定感供给节点，缩短裂变空窗期的社会风险。韩国的案例警示：当垄断系统

的信任外壳先于替代网络建立而崩塌时，社会将陷入一种“无锚恐慌”——文凭不再可信，但没有任何其

他东西被广泛接受为替代标准，此种真空极易催生回到旧系统的政治反弹（如要求更严酷的考试、更严格

的文凭门槛锁定）。美国创新学校与科技企业招聘改革之间的互动提供了一条小规模的可行路径：先在最

不依赖传统文凭的先锋产业中建立替代认证的有效案例，使其在社会想象中获得“可信的另一种可能”的

地位，然后逐步向更多行业扩散。这不是坐等裂变自然发生，而是主动培植裂变后新生态节点的“预适

应”策略。

必须坦率地承认，上述案例仅覆盖了中、韩、美、芬等有限地缘背景，且每个案例的内部变异远非一

节短文所能穷尽。一个完整的经验检验仍需前文提出的跨国剂量-反应研究；本章的价值在于将这些案例从

理论框架的“抽象示例”升级为可详细观察的经验叙事，从而展示出机制的实际运转纹理与情境边界。理

论的未来健全，正依赖于更多这样具有情境厚度的比较案例研究来加以修正、精炼甚至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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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核心发现回顾

本文以“教育系统越成功维持其确定性垄断地位，越加速核心认知使命的瓦解”这一反直觉悖论为分

析主线，论证了教育制度在AI时代遭遇的困境并非来自外部的技术替代，而是一种内生性的结构裂变。全

文的核心概念——“确定性垄断”——指教育系统成为社会唯一公认的、能够将个体学习经历转化为标准

化文凭并提供阶层流动心理确定感的制度通道。这种垄断地位不是外部赋予的，而是系统通过不断内化外

部社会功能（阶层流动、代际公平、劳动力筛选等）主动扩张体积的结果。本文将其命名为“功能寄

生”：系统在吸纳这些功能的过程中获得资源与合法性，但每一次内化都会进一步稀释其核心的认知使

命，使教学与学习活动日益成为维护制度再生产的手段，而非发展人的认知能力的实践。

与功能寄生相伴的，是“免疫寄生”机制。当外部出现能力凭证、在线学位等异质替代方案时，教育

系统并非简单排斥或拒绝，而是通过学分转换、认证等效、制度话语重述等方式，将这些替代方案“编

译”为系统内部可识别的认证符号，从而将其消化为自己合法性的养分。这种免疫能力使得系统在表面上

面向创新开放，实质上却消解了任何可能挑战其垄断结构的根本性变革。两个寄生机制在长期运作中共同

掏空了教育系统的认知内核，积累了制度空壳化的势能。而当社会对于学习认证、能力信号、阶层流动确

定感的需求无法继续从学校文凭中获得满足时，这些需求开始不可逆地迁移至企业认证、社区学习网络等

多中心节点——本文称之为“宿主瓦解与能量裂变”。旧垄断的崩塌，因此不是被某个更先进的技术产品

所击溃，而是系统自身生存策略的必然终点。

通过对芬兰与韩国两个功能寄生程度截然不同的教育系统的比较分析，以及美国创新学校被学区“编

译消化”的微型案例，本文的经验材料支持了上述机制推演。在高功能寄生的韩国，教育系统对文凭确定

感的极致垄断伴随着极端应试压力与青少年认知产出衰减的并存；在低功能寄生的芬兰，系统维持了较高

质量的认知使命，但其面临的是全球化与数字化冲击下制度边界的松动。两相对照，不但揭示了功能寄生

度的梯度差异与系统内部病变程度之间的关联，也初步验证了本文提出的核心关系：维持确定性垄断的制

度强度，恰恰构成了认知使命瓦解的驱动变量。

研究贡献与边界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一个区别于既有解释路径的分析框架。技术替代论预设教育系统会被人工

智能等外部技术直接取代，它未能解释为何具有强大制度惯性的教育系统在面对多项替代方案时，反而能

够暂时吸收它们；学校化批判虽然揭批了学校教育的强制性与异化，但未能精细揭示系统自我侵蚀的机制

动力学；文凭主义理论正确指出了文凭作为位置商品的社会竞争属性，却未论证书凭什么这种竞争会从内

部削弱系统本身的认知功能；制度惰性论强调制度抗拒变革的特性，但无法解释为何在看似平稳运行的表

面下，系统会积累起导致自身瓦解的结构性病变。本文提出的“寄食性裂变”诊断，补充了上述理论所共

有的盲区：教育系统的崩溃点并不产生于它最脆弱的时刻，而恰恰产生于它最为成功、最有效抵御外部冲

击的时刻。这种悖论式理解，要求教育社会学与比较教育研究在考察制度变迁时，不能只关注外部冲击变

量，而必须将制度自身的生存策略定位为内生瓦解的根源。

同时，本文尝试为这一理论框架提供最低限度的经验可操作化设计。通过将功能寄生度（如教育支出

中非教学支出的比例、文凭与职业准入的法定耦合强度等指标）、认知产出衰减率（如学生高阶思维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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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的长期趋势、学习动机的内在化程度等）以及去中心化节点的确定感承接度等关键概念进行指标化处

理，本文为后续更严格的跨国比较和量化检验铺设了基础。

然而，本研究也存在明确的边界。首先，案例选择集中在芬兰与韩国两个制度特征鲜明的国家，尚未

覆盖市场化程度高的英语国家或发展中人口大国的教育系统，这使得理论的普遍性仍需更多案例的检验。

其次，文化变量（如东亚社会的教育热、北欧的福利国家传统）在多大程度上调节了功能寄生机制的强

度，本文仅做了有限讨论，尚未形成系统的文化嵌入分析。再次，AI渗透率作为一个关键外部条件，它与

制度内生裂变之间的交互效应在本研究中主要作为背景变量处理，缺少精细的过程追踪。最后，作为一个

偏向制度宏观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寄食性裂变”在行动者层面——教师、家长、学生、政策制定者——

的微观行为基础仍有待充实。

未来研究方向

基于上述边界，后续研究可以沿着三个具体方向推进。第一个方向是进行跨国大样本的剂量-反应关系

检验。研究者可以在OECD教育统计数据、PISA等国际测评数据以及各国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的基础上，

操作化本文提出的功能寄生度等核心变量，构建国家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测试功能寄生度与认知产出衰

减之间是否存在稳健的正相关，并引入AI渗透率、教育市场化程度等作为调节变量，以此验证本文的核心

推论，并识别潜在的条件边界。

第二个方向是开展对一些已经出现明显去中心化趋势的教育生态节点进行长时段追踪研究。例如，部

分科技企业开始取消学历要求、建立内部技能认证体系，或一些社区学习网络发展出自成一体的能力凭证

系统。这些节点的演变过程是否确实在承接从传统教育系统迁移出的社会确定感需求？它们与存量教育系

统之间的关系是替代、补充还是共生？新的制度生态中，旧垄断的“能量碎片”如何被重新分配？这类研

究将有助于捕捉“宿主瓦解”的真实过程和阶段性特征。

第三个方向是将“寄食性裂变”框架审慎地延伸至其他面临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核心制度，如传统新闻

媒体、银行与金融中介、乃至专业资格认证体系。这些制度在历史上也曾确立过类似教育系统的“确定性

垄断”，并在数字化时代出现了功能被解构的趋势。通过跨领域的比较分析，研究者可以检验本文所发展

的那些机制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制度变迁的一般性，又在哪些点上受到领域特殊性的约束。这类工作不但能

深化对教育困境的理解，也有助于构建一个关于“制度内生崩溃”的中层理论范式，为更广阔的社会科学

对话打开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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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一　核心概念的操作化定义与测量指标

本附录集中说明研究所涉四个关键构念的操作化路径与跨国比较中的测量方式，以支撑正文提出

的“功能寄生-认知衰减”分析框架。

1. 确定性垄断程度

指学校教育制度作为社会唯一标准化文凭授予通道的排他性水平。

学历在就业准入中的硬性门槛比例（雇主调查中“必须具备某级学位”的岗位占比）；

高等学历对劳动收入溢价的可解释方差（基于明瑟方程，控制工作经验与行业后计算）；

国家对非正规学习成果的认证开放度（教育立法中有关“先前学习认定”的条款数量与实质性限

制）；

公众对“教育改变命运”信念的强度（世界价值观调查中“教育对成功不可或缺”的同意度）。

2. 功能寄生度

指教育系统承担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之外的阶层流动担保、福利分配、社会整合等外在功能的负荷大

小。

国家课程政策中非认知目标（社会融合、道德养成、职业规划）的条文比例；

公共教育支出中用于学生资助、就业指导等非教学服务类的比重；

学业评价体系内非认知表现（出勤、行为规范等）的赋分权重；

官方政策文本中“教育促进社会公平”类外部功能表述的出现频次（由内容分析得出）。

3. 免疫寄生度（编译豁免认证能力）

指系统将企业证书、在线微学位等替代性认证通过学分互认与同等学力认定转化为自我合法性资源的

能力。

高校制度中接受外部学习成果的学分转换规则种类与弹性幅度；

国家资历框架对非传统学习路径的收编程度（被“重新编码”后纳入主框架的条款数）；

替代性认证被吸收后原始名称与评价标准被替换的程度（文本对比判别）；

企业招聘中仍将传统学位设为优先筛选信号的比例（雇主调查）。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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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认知产出衰减率

在控制生源背景与资源投入后，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学段增长斜率。

利用PISA、PIAAC或CLA+等大规模测评数据，计算15岁至成人早期不同国家样本的能力增值差异；

比较功能寄生度高低两组国家在批判性思维、复杂问题解决等维度的增长曲线。

以上指标共同构成正文所述“剂量-反应关系”的实证基础，各指标的具体数据来源与处理步骤在第四

章详述。

附录二　政策文件内容分析编码手册

本编码手册用于系统分析韩国、芬兰等案例国家的教育政策文件，旨在为“编译豁免认证”机制提供

可重复的文本证据。

1. 分析单元

每一份教育法律、白皮书、课程纲要或部令中，凡涉及非学校体系颁发的学习认证（如企业技能徽

章、MOOC证书、自学考试成绩）的完整语义段落，均视为一个独立分析单元。

2. 编码类目

表述态度

A. 替代型——将外部认证界定为与传统学位等值的独立通道；

B. 补充型——仅作为学校教育的辅助或过渡途径；

C. 收编型——要求通过学分互认、附加考试等条件转换为学校学分；

D. 拒斥型——明确否认其同等价值。

理论预期：高功能寄生国家的政策文本中C类表述占比更高。

转换条件（仅适用于C类单元）

编码是否包含以下条件：①课程内容对等审核；②额外参加学校自设考试；③学习时数换算公式；④

缴纳转换费用；⑤转换后学分的有效期限。条件项数越多，免疫寄生壁垒越强。

话语框架

识别文本将收编行为合法化的叙事策略：

a. 质量保证框架（以“维护学术标准”为由）；

b. 终身学习修辞（以“学习者为中心”为由）；

c. 国际化接轨（以“对标发达国家”为由）；

d. 防止劣质教育（以“保护学生利益”为由）；

e. 多样补充（以“丰富学习路径”为由）。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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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码流程与信度

由两名经过训练的编码员独立通读全部文件并完成编码。随机抽取20%的文本段落进行双盲一致性检

验，Cohen’s  Kappa系数不得低于0.75。存在分歧的条目经由团队逐条讨论达成共识，并留存讨论记录

以备审计。最终编码结果以矩阵形式呈现，用于比较各国免疫寄生度的差异及其与认知产出指标之间的关

联。本手册可复用于未来同类制度话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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